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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後，以外來宗教傳統之身份與中國社會主流之儒教，進

行了長期的對話和抗衡，進而造就了今日中國佛教的內涵與風貌。 

對話的意義，狹義而言，是人與人之間有問有答；廣義而言，則可論及人與

物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文化系統、宗教傳統之間彼此的思想消融。德國哲學家

高達美認為，所謂的對話必須假設一個前提，就是雙方使用共同的語言。 

佛教在經歷了經典傳入、翻譯、與思想闡釋三個階段的變化後，和中國社會

之主流價值體系 —— 儒教，其間的互動關係如何？又如何進行對話與交涉呢？

這是相當值得探討的文化課題。 

本篇論文的關懷重點是從佛教思想 — 隨著經典傳入後 — 的詮釋與轉化

出發，觀察中國佛教史上以釋儒一貫主張見長的北宋雲門宗高僧佛日契嵩。契嵩

曾著有《傳法正宗記》而獲宋仁宗賞賜紫袈裟，封為「明教大師」，並以釋儒一

貫的主張，在北宋社會三教風起雲湧的思潮中獲得注目。本文以《鐔津文集》中

所呈現的釋儒一貫思想論述為研究主軸，以北宋初期佛教發展的歷史場景為輔，

耙疏契嵩著書立論的歷史境遇，從高達美所提供的哲學詮釋學觀點反省，並進行

文本內部以及筆者與文本之間的兩重意義對話。希望能為契嵩文本與儒佛會通課

題注入新的活水，引發新的思考刺激。 

 

關鍵字：契嵩、釋儒一貫、高達美、對話辯證、視域融合、北宋佛教、雲門宗 



A Study on Qi-song’s Philosophy of Consistenc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07-1072) 

 

 

Abstract 

 

A dialogue and debate within Chinese Buddhism has existed since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in the Han Dynasty. As Buddhism originated 

from India and Confucianism is a key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had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Today’s 

Chinese Buddhism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vergence of these two traditions. 

A dialogue means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you and me in the narrow 

sense. In the broad sense, it also means the relation, which exists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different cultures as well as religious traditions. 

Hans-Georg Gadamer has pointed out that for a dialogue to occur, there must be a 

common language.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interested in the  changes which happened after Buddhism had experienced the 

three stages, which were India monks bringing the sutras into China; translation of the 

sutra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tra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How could 

Buddhism have a dialogue with Confucianism? What happened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when they encountered each other? For Buddhism, what is the influence 

and impact of this dialogue during the interaction itself?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Qi-song’s philosophy of consistenc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e was a famous monk who belonged to Yun Men 

Sec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 have focused on his work Tan Jin Wen Ji 

which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his theory from Gadamer’s viewpoint of 

hermeneutics and finally my point of view. I have also presented a historical survey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my discourse.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bring out 

some new viewpoints on these issues and offers different views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Religious Study. 

 

Keywords: Qi-song,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Gadamer, 

Dialogue dialectics, The understanding as a concrete fusing of horizon, Buddh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un Me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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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形成與研究對象的設定 

一、前言 

印度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盛世，一是唐朝，二是宋代。

北宋時期宋室奉儒崇佛，形成了佛教在中國再興的盛況。宋朝佛教的發展，和官

方密切的互動有關，造成了文人奉佛與排佛兩股勢力，在政治社會關係及思想兩

方面，一直與佛教界有著多方面的對話與交涉，影響所及反映在各個層面。在思

想上，佛教僧人基於護教立場，遂會通儒釋二教思想，著書立論與儒家官方學者

展開思想上的辯證。在社會政治上，寺院大興，官員、文人與僧侶來往密切，造

成了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傳播盛世。 

誠如所知，儒釋兩個不同體系的思想，要進行哲學思想上的會通1的確有許多

困難之處，因此，雙方在溝通上必須要先建立溝通平台，以及共同的語彙，才能

進行所謂的對話繼而會通。 

狹義而言，對話的意義是人與人之間有問有答；廣義而言，則可論及人與物

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文化系統、宗教傳統之間彼此的思想消融。不論狹義或廣

義的對話，都包含了一件不能被忽略的事實，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理解，在對

話當中是不可避免的。把這個概念放在宗教傳統當中來看，可以觀察到有三件可

以相對應的事，就是宗教經典的傳入、翻譯工作的進行以及思想的轉化與詮釋。 

                                                 
1 會通有幾種可能，一是去異求同；二是全異到全一，勞思光教授於華梵大學所舉辦的第六

次儒佛會通研討會中提出，會通依理論強度有三種意義。會通最起碼的意義，就是我們所謂「相容」

的問題。勞思光教授認為相容，是最弱的一種意義，第二種是取重合的意義，第三種是綜合的意義。

相容，指的是不排斥；重合指的是取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或人生價值其重合的部分；綜合，指的是

不就現在的狀態會通，而是收到一個更大、更高的體系中來籠罩它。第二種似乎與會通的意義最接

近，但是理論上很煩瑣，其最弱的要求，就是不相斥。第三種綜合的意義，則是強度最高的一種要

求，必須要發明一種更高級的哲學語言將兩種完全不同的體系收到裡面來。〈「溝通」觀念的新探

索〉，收入於華梵大學第六次儒佛會通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台北：正港資訊，2002年 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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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經典，是宗教傳統傳入異地後非常重要的宣教工作之一，同時也是促使

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建立雙方共同語彙和溝通的第一步，是了解彼此的基礎。德

國海德堡哲學家，哲學詮釋學家漢斯─格奧爾格‧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以下簡稱高達美）認為，所謂的對話，必須假設一個前提，就是雙方

使用共同的語言。這個共同的語言不可理解為「同一的語種」，乃至「同一的母語」，

而是指同一的此在關係中形成的語言2。這個此在關係是特定的此在關係，特定的

情境區別。情境區別會造成語言理解上的差異，也就是說，對他人的理解，必須

先將他的語言翻譯成自己情境中的語言，然後才能加以理解。 

高達美認為，現實意義中的翻譯，是不同語種之間的對話。由於兩個不同種

的語言在先天上即存有天然的鴻溝，因此，借助翻譯所完成的不同語言之對話過

程，是很具啟發性的。高達美指出，翻譯不僅僅要指出語言中所指涉的對象，更

要把握住其所指涉對象的獨特理解，也就是要把握住其中之意蘊。在這個脈絡下，

翻譯可以說是解釋3。 

把握上述高達美在語言詮釋學上的觀點，回頭縱觀佛教自東漢傳入後與儒家

對話的歷史過程，在這一段時期裡，中國佛教經歷了經典傳入、翻譯、與思想闡

釋三個階段的變化。其中，經典的傳入和翻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處的翻譯，

在高達美的對話辯證詮釋下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是語言文字的翻譯，將自印度或

西域傳入的梵文經典譯成漢文；第二層指的是中國佛教的僧侶對佛教思想的解

釋，即翻譯時為了能讓中國社會知識份子及普羅大眾接受，而使用中國文化中原

有的概念將之類比並加以闡釋，以達使人明瞭的效果，也就是所謂的格義。 

站在宗教學的觀點，格義是佛教思想中國化過程的特徵之一，也是對話和思

想交涉的基礎。儒、釋、道三教思想交涉與對話的歷史中，有不少比附的例子，

以佛教來說，已出土的《提謂經》4，即是一例。 

                                                 
2 潘德榮著，《詮釋學導論》，第五章  語言詮釋學，台北市：五南出版，頁 122。 
3 《詮釋學導論》，出版同上。 
4 全名《提謂波利經》共二卷，為劉宋孝武帝北國比丘曇靖撰，據《三寶錄》載舊有《提謂

經》一卷，而曇靖所撰則與舊之《提謂經》不同，內容中出現以五常、五形等概念比附五戒的現象，

主要目的在於提倡五戒。曇靖所撰之《提謂波利》經，在北朝時廣為民間佛教徒誦習，此經已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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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可以被視為是宗教傳統從發源地依靠媒介傳播到異域之後，在異文

化圈落地生根，勢必要進入的一個改變的進程，去解決文化系統上的差異，消除

兩個文化系統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因此，在發展過程中，宗教傳統本身往往必須

面臨改變，以便和異文化圈的思想價值、社會結構、文化風俗結合和溝通來爭取

認同，進而培養在當地社會中生存和發展的條件。 

 

二、佛教的蛻變與轉化 

佛教發源於印度，自東漢傳入中國後，經歷過魏晉南北朝的格義時期，至唐

代發展出不同的宗派，脫胎轉變為中國佛教。不論在思想上還是生活上，都與原

本的印度佛教傳統有著非常大的改變和不同。在思想上，雖然仍把握根本教義四

聖諦、十二因緣、六度波羅蜜，但是在各家宗風上則依據不同經典陳述一家之言，

建立出各宗的修持與思想體系；為了適應中國社會體制、風俗民情和生活習慣，

各個朝代皆發展出適用於當時的寺院制度5。 

從出家受戒、僧眾教育，寺產經濟到生活清規，中國佛教的面貌已大不同於

其宗教母體─印度佛教。為了佛教傳統能在中國社會得到認同和發展，中國佛教

的僧人在剃度進入佛門後，大部分都會被安排接受經典教育或者是禮樂、醫藥等

外學的訓練，而儒家典籍更是必讀之基本教材。因此，中國沙門多數都具有良好

深厚的儒學基礎，並且通曉老莊思想6，為的是能和士大夫階層以及官僚體系有所

接觸和溝通的機會，削減士大夫在社會上排佛之聲浪與抵制的力量，極力爭取當

權者和王室的認同，同時著書立作將印度佛教思想消化，轉變為符合中國社會主

流價值體系的詮釋。知識就是力量，博覽群籍的中國沙門，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

響就此展開。 

                                                                                                                                               
國佛教內部視為偽經。參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28〈別錄中疑或再詳錄第六〉，大正藏第 55
冊 No.2157。 

5 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史》，台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 9月 1版 5刷。 
6 曹仕邦著，《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漢末至五代》，台北市：東初出版社，民國 84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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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思想發展的潮流，從春秋時代百家爭鳴，漢朝獨尊儒術，魏晉清談

重老莊玄學，唐代佛教開展出不同的宗派，到了宋朝，士大夫階層或強調儒釋調

合，或者排佛，而佛教於此則主張釋儒一貫。整個思潮發展至此，可以清楚地看

到儒、釋、道三教已然在歷史的洪流中，成為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永恆的辯證課題。

這意味著，佛教已然在歷史的進程中，成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研究對象的設定 

從歷史的線索看，佛教界內企圖會通儒釋二家思想者在民國以前一直不少，

如《牟子理惑論》的牟子7、圭峰宗密8、孤山智圓9、憨山德清10、靈峰蕅益11等，

這可以視為是不斷的為佛教注入新的文化因素的重要力量，將佛教中國化推向日

益成熟的境地。 

承上所言，筆者在此設定佛教東傳中土約一千年左右的北宋初期為觀察點，

以禪宗雲門支派高僧佛日契嵩為研究對象，其思想特色在於以佛教傳統的身份倡

導釋儒一貫的主張來對抗當時的古文家李覯、歐陽修等人的斥佛觀點，並因此而

在北宋初期三教思潮風起雲湧的社會中獲得注目與尊敬。 

他著書立論倡導禮樂、孝道，在《孝論》中暢言儒釋兩家在倫理道德觀上會

通之處，同時說明釋教所行，其重禮樂、孝道更甚於儒家之立場。除此之外，被

                                                 
7 姓牟，名融。東漢末蒼梧郡人。初學經傳諸子，認為神仙之書皆為荒誕之虛構。東漢靈帝

崩（189）後，天下擾亂，與母避難交趾（今越南北部）。年二十六始歸蒼梧。後因母喪，乃志歸佛
道，兼研老子、五經，時人頗多非議者，牟子乃作「理惑論」一書答辯之，廣引老子與儒家經書，

論證佛、道、儒觀點一致，而推美釋氏。另據弘明集卷一之注文，謂理惑論作者為蒼梧太守「牟子

博」。然牟子博與牟融是否為同一人，尚無定論。參見《佛光大辭典》，電子版第三版。 
8 唐代僧，（780~841）華嚴宗第五祖。唐代果州（四川西充）人，俗姓何。世稱圭峰禪師，

圭山大師，諡號定慧禪師。參見《佛光大辭典》，出處同前 
9 宋代僧，（976~1022）為天台宗山外派大師。錢塘（杭州）人，俗姓徐。字無外，號潛夫，

又號中庸子。師隱居孤山，世稱孤山智圓。參見《佛光大辭典》，出處同前。 
10 明代僧（1546~1623）。金陵全椒（安徽）人，俗姓蔡。字澄印，號憨山。年十一即懷出家

之志，翌年投報恩寺西林永寧誦習經教，兼修儒學，博通內外黃老之學。十九歲往謁棲霞山雲谷法

會，讀中峰廣錄，乃決志參禪。遂返報恩寺落髮，從無極明信受具足戒，聽華嚴玄談。因慕清涼澄

觀之為人，乃自字澄印。其思想融合禪與華嚴，倡導禪淨無別、三教歸一之說。著述甚多，與儒教

相關者為：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經注、觀老莊影響論等。參見《佛光大辭典》，出

處同前。 
11 明代僧，對蕅益大師儒釋會通思想的研究，近來在華梵大學有中研院文哲所助理周玟觀所

著「益法師儒佛會通思想研究─以《學庸直指》為例，200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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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封為明教大師的佛日契嵩，終其一生都十分積極投入於會通釋儒兩家思想

的工作，以佛子之身嘗試從佛教的觀點對儒學思想進行重新詮釋，代表著作為：《中

庸解》、《皇極論》，並且在《萬言書上仁宗皇帝》中清楚表明其主張之釋儒兩家一

貫的立場。以上所列契嵩之思想著作，皆收入在《鐔津文集》12中。 

佛日契嵩在北宋不但甚受皇室敬重，也同時為李覯、歐陽修等古文家重視13，

而他在北宋佛教界的地位，據黃啟江教授的考察，猶如歐陽修在古文界一樣地舉

足輕重14。不過，筆者卻發現這位北宋時期的重要人物在《宋史》中居然沒有記載，

在其他官修史料中亦甚少著墨描述，《四庫全書》收錄了他的作品《鐔津文集》，

原因是他「實能成一家之言」，而且是「彼教中之健於文者也」15由此可見他的重

要，但是也對於他在中國佛教界內沒有得到相對的重視而感到遺憾，始終是外圍

研究佛學者（outsider），或研究儒佛會通這個命題者才對他有所耳聞，缺乏內在研

究者（insider）對其思想論述的關心，筆者認為這對於所有研究宋代佛教以及宋代

思潮發展和佛教中國化現象者來說，實是研究上的遺珠之憾。 

                                                 
12 《大正新脩大藏經》史傳部，第五十二冊。 
13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七（欽定四庫全書本）載，宋仁宗看到佛日契嵩的著作後非常讚嘆，

除了吩咐傳法院編次入藏外，更下詔寵賜紫方袍，號明教大師，他幾度辭讓都未獲准而「宰相韓琦，

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 
14  引自黃啟江著，《北宋佛教史論稿》：論北宋明教契嵩的《夾註輔教篇要義》，台北市：台

灣商務印出版，1999年 4月初版一刷。 
15 原文如下：「契嵩深通內典，銳然以文章自任，嘗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一貫，以

與當時排佛者抗，又作非韓三十篇，以力詆韓愈，又作論原四十篇，以陰申其援儒入墨之旨。其說

大抵偏駁不可信，而其筆力雄健，辨論蜂（逢+虫）起，實能自成一家之言，蓋亦彼教中之健於文
者也。」參見《欽定四庫全書》之鐔津集提要，收於集部─別集類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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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人研究與檢討 

在學界探討契嵩思想的文章並不多，在 1993年 10月之前有一篇學位論文、6

篇學術論文討論契嵩的思想，計有：錢穆著《讀契嵩鐔津集》、蔡會明撰《融儒於

佛的契嵩大師》、劉貴傑撰《契嵩思想研究》、何寄澎撰《論契嵩思想與儒學交涉》、

陳士強撰《契嵩見存著述考》、牧田諦亮撰《趙宋佛教史上契嵩的立場》、淡江大

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王文泉撰《釋契嵩反排佛論研究》等16，另有相關宋代思

潮或禪宗史之類的著述，而於篇章中提到契嵩思想之特色及重要性的，如：熊琬

著《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阿部肇一著‧關世謙譯《中國禪宗史─南宗禪以後

的政治社會史的考證》，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禪宗宗派源流》等。以上所

列之各篇研究論文不論篇幅長短，其論述方向可略分為二：一是針對契嵩所處的

時代背景、社會關係以及思想特色做探討，如：何寄澎、牧田諦亮、王文泉、阿

部肇一等學者；二是針對契嵩本人儒釋融會思想的部分進行解析，論述的角度部

分大部分是在以儒家為主體的立場上，如錢穆博士《讀契嵩鐔津集》，亦有少部份

是站在以佛教為主體的立場上論述，如：劉貴傑；前者視契嵩為儒化的僧人，將

契嵩的成就和思想視為是受儒家影響之作，後者則持相反觀點，將其成就和思想

視為護教弘法的貢獻，肯定契嵩在儒佛會通之命題上的努力和地位。 

基本上，上述文章都同意宋代思潮之特色為儒釋思想交涉和融會，並針對排

佛論、儒釋雙方思想交涉之深淺各有論述及探討，不過由於絕大多數的觀察點都

落在以儒家為本體的主觀立場上，僅有劉貴傑、何寄澎以佛教作為主要論述立場，

因此前者將契嵩思想中「釋門五戒類比儒家五常」，以及他重新詮釋儒家的孝道

觀、禮樂等思想立論視為是一種佛教思想儒化的表徵，此等立論尤以錢穆先生為

                                                 
16 以上文章之出版年月及批評，詳見張清泉著，《北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第一章：續論之

前人研究成果，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8年 7月 1刷，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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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以視為是以「漢族城市精英主義17」─也就是漢族知識份子士大夫階級為中

心的思考觀點。 

1998 年政大中文研究所張清泉先生的博士論文《北宋契嵩的儒釋融會思想》

是學位論文中論述立場上較為持平的一篇，全文對於契嵩的思想研究分為儒學篇

與佛學篇兩個部分進行闡述，針對契嵩主張釋儒一貫的思想做出正面評價，肯定

北宋僧佛日契嵩對宋明理學的影響及其對佛教於北宋排佛論高漲時期護教言論的

貢獻，但是全文論述卻未能爬梳出儒釋思想匯集於契嵩一身其緊密相連之深度，

而且其篇幅中分析契嵩佛學思想之論述過於單薄，因此該文雖然對北宋僧契嵩作

出正面評價，可是仍舊無法避免以儒學為主體的寫作觀點。另有專攻唐宋佛教史

之黃啟江教授所著之《論北宋明教契嵩的夾註輔教編要義》18，該篇文章考據嚴謹，

描述觀點在前人研究中是最為中立者，屬於較為客觀的研究論述。 

上述之前人研究雖然對契嵩的思想各有其正面和反面的論述觀點，可是對佛

教傳入中國以來持續近千年的演進和變遷，缺乏以佛教─作為一個宗教傳統為主

體傳播到異地之後的改變和觀察。同時，對於宗教人士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和貢獻

著墨不多，換言之在寫作上比較缺乏以宗教傳統作為主要觀察點的論述立場。 

不論明教大師佛日契嵩其釋儒一貫之說是援佛入儒或援儒入佛，兩方文化思

想碰撞出的火花，的確是後來造就宋明理學的影響力之一19，它提供了儒學開創新

局面的思惟靈感與泉源，與此同時卻也深耕了佛教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力，

使得「佛教中國化」無論是從外在社會現象或是內在的思想內容都愈顯成熟。因

此本文將以前人研究為基礎，並嘗試從宗教傳統的觀點出發，希望能提供不同的

觀察點，略為彌補前人對宗教傳統描述匱乏之處，是為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和貢獻。 

 

                                                 
17 漢族城市精英一詞，參見王晴佳‧古偉瀛合著之《後現代與歷史學》，台北市：巨流出版社。 
18 該篇文章收入於《北宋佛教史論稿》，出版同註 14。 
19 熊琬著，《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0年，續論，頁 20。 



 8

 

第三節  問題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問題架構的出現 

儒釋交涉或會通的問題龐大複雜，牽涉的層面除了兩教的思想外，其歷史背

景和社會政治因素之糾葛亦盤根交錯，不是筆者個人所學與能力所能完成的課

題，但是佛教中國化的特徵或儒釋思想交涉的課題，的確是可以從歷史潮流中選

取比較有特色的幾個文本作為探討的內容。 

攤開佛日契嵩的著作，其著有《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以及《鐔

津文集》等，其中《鐔津文集》被視為是其一生主要思想著述，整個文集以釋儒

一貫的主張為思想主軸，收錄了他個人論述、文學作品與信件往來。在這個架構

之下，佛日契嵩闡釋了他對佛教義理的理解以及他個人對儒學的詮釋，以及對於

佛教作為一個宗教傳統所應扮演的社會角色、功能，他並不像其他佛門僧眾，完

全專注於佛教經典的注疏或研究，或留下語錄供後學參考，而是窮畢生之精力去

會通儒釋二家的思想，可以說就其作為一個衲子的身份而言，甚為特別。他的作

品，是不是可以視為是他當時所遭遇的時代背景與整體氛圍影響下的結果？這跟

他的生存境遇有多大的關聯？文本中所呈顯的儒釋會通理論又揭示出什麼意義？

是契嵩個人心中理想的呈現，還是可能成真的社會狀態？對於佛教中國化的課題

而言，契嵩文本的出現，其歷史意義為何？ 

如上所述，他對佛教的護法之心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其文本中的對話性、辯

證性、理解與應用的現象卻值得注意。比如說文本中的每一篇著作，幾乎都有具

體回應的對象和命題。以《輔教編》而言，文章立論有明確的論敵，並且從儒釋

二教大量地引經據典侃侃而談。這意味著契嵩文本有一明確的特質，即是對話性。

因此筆者考察詮釋學史與詮釋學理論後，在德國哲學家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啟發

下，發現二者具有可以相互輝映之處。首先，哲學詮釋學將詮釋學拉回了人存有

的境遇，從存有的狀態去談詮釋的問題，而不是將其視為是一個方法；其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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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境遇的前提下，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可以說是非常貼近作為讀者的閱讀與理

解的經驗，特別是其獨特的理解觀或許可以為這個命題再注入新的活血。 

所以筆者除了對文本進行文獻考證與分析外，亦希望能將高達美在哲學詮釋

學中所強調的幾個重要概念印證於本文當中，比如：對話與辯證，理解、應用、

同時性、視域融合以及存在的境遇等。換言之，筆者嘗試以德國哲學家高達美哲

學詮釋學中的精神，從筆者的角度與前述所謂的契嵩文本進行對話式的意義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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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論點特質 

德國海德堡哲學家高達美於 1960年出版《真理與方法》，展現出他個人在詮

釋學上的學養與才華。承繼海德格的存有詮釋學，高達美走出了施萊爾馬哈

（1768~1834）、狄爾泰（1833~1911）等古典詮釋學的範疇。 

 

（一）古典詮釋學的發展與理解觀 

詮釋學的整體發展，有學者概分為三大轉向，第一次是從特殊的詮釋學到普

遍的詮釋學，意即其所詮釋的對象不再限於聖經與羅馬法等神聖特殊的對象，主

要代表人物為施萊爾馬哈；第二次是從方法論詮釋學到本體論詮釋學，洪漢鼎解

釋，此次轉向，詮釋學的對象不再是單純的文本或人的其他客觀物，而是人的此

在本身，理解已不再是對文本的外在解釋，而是對人的存在的方式的揭示。20這意

味著，詮釋學的任務已不再是探究作者的心理意向，而是揭示對文本所展現的存

在世界的闡釋。這中間歷經狄爾泰奠定以詮釋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方法論，到海德

格對此在存有的分析的本體論，而完成於高達美成為哲學詮釋學。第三次轉向，

則是從單純本體論的哲學詮釋學到實踐哲學的詮釋學轉向，旨在恢復亞里斯多德

的「實踐智慧」，是二十世紀正在發展中的詮釋學轉向。21 

因此，在高達美之前，詮釋學的發展僅只限於是一種方法論而不是一門哲學。

它是一種關於理解、解釋和應用的技術，首要任務即是確立語詞、語句的精確意

義範圍，次是找出文字、語詞等符號背後所隱藏的教導與真理或著是啟示。洪漢

鼎認為，前者為探究型的詮釋學；後者被歸類於獨斷型詮釋學。22而探究型詮釋學

和獨斷型詮釋學在時間的進程裡已發展成為兩種相異的詮釋學觀點，岐異之處就

在於對作品意義的理解。 

                                                 
20 洪漢鼎，《詮釋學史》第一章：詮釋學概念，台北市：桂冠出版社，2002年，頁 27。 
21 出處同上。 
22 根據洪漢鼎教授的解釋，探究型詮釋學，是以研究或探究文本的真正意義為根本任務，其

重點在於：我們為了獲得真正的意義而必須要有哪些方法論準備；獨斷型詮釋學，旨在把卓越文獻

中，早已周知的固定了的意義應用於我們所意欲要解決的文題上，即將獨斷的知識內容應用於具體

現實問題上。出處同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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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型詮釋學對一部作品的理解觀點站在歷史主義的詮釋學態度認為，作品

的意義只是構成物，並不代表作者本身的意圖，而是作品所陳述的事情本身，是

它所說的真理的內容。而這真理的內容會隨著時代的相異以及不同人之解讀而改

變。換言之，作品的真正意義並不存在於作品本身，而是存在於時空中不斷的再

現與解釋中。23獨斷型詮釋學則剛好抱持與之相反的態度。 

獨斷型詮釋學站在客觀主義的觀點下認為一部作品的意義只是作者的意圖，

解讀作品的意義只是去發現作者的意圖。換言之，作品的意義是固定不變的，而

當我們不斷地進行對作品的解釋時，只是表示我們不斷地趨近作者的唯一意圖。 

上述兩種觀點，前者的代表，正是高達美，而後者的代表則是施萊爾馬哈。

高達美認為前者為哲學詮釋學，後者作為方法論之詮釋學為古典詮釋學。 

作為方法論的古典詮釋學，其理解基礎所顯現的正是來自於主體對於客體單

向的理解觀。 

 

（二）高達美特有的理解觀 

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之特點在於其所謂的「理解」是立基於人存有的境遇上，

換句話說，對高達美而言它是存在的展現，而不是方法論意義下的方法─工具所

找到的定義，因為真理之全體不可能因為方法─工具而被找到，而是它自身在吾

人存有處境下經由某些原本就已存在的原則而開顯揭示。這便顯示了高達美哲學

中對人文傳統的關懷，也突顯出人文傳統的不可切割性。而這些原本就已存在的

原則，在高達美來說，便是談話中所展現出的對話性與辯證性，以及視域融合。 

高達美說：「愈是一場真正的談話，它就愈不是按談話者的任何一方進行。」

24也就是說談話的進行過程，是相互引導的。你所說的話語或言詞引發了我的話語

和言詞，而我的話語是對你的回答，而這個回答又再引發了你的話語。不僅如此，

高達美指出談話本身具有主體性，他說： 

                                                 
23 出處同上，頁 19。 
24 漢斯‧格奧爾格‧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第三部

份：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存有論轉向，台北市：時報出版，1999年初版。 



 12

 

我們被談話引導，誰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在談話中會產生出什麼結果。談話達

到相互了解，或不達到相互了解，這就像是一件不受我們意願支配而降臨我

們身上的事件。這一切都證明，談話具有其自己的精神，並且在談話中所運

用的語言也在自身中具有其自己的真理，這就是說語言能讓某些東西顯露出

來，和湧現出來，並使它們繼續存在。25 

 

這裡清楚地知道，談話使得對話雙方皆保有各自的主體性，這意味著對話雙

方都是主體，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都是客體。換言之，高達美的理解觀與傳

統的理解觀不同。傳統的理解觀首重主體對客體的單向理解，可是高達美卻是呈

現出雙向的理解，是一種彼此互動下產生的理解觀，在彼此互為主客體並且具有

某種程度的傾聽之狀況下共同完成理解，這樣的理解態度帶來了視域融合，而談

話的可貴，就是在這當中揭櫫了某種真理和原則。 

就文本意義的呈現而言，文本與筆者之間的對話性仍舊存在，雖然文字不能

還原成語言，亦會造成意義上的盈餘，但是在高達美意義下而言並不會造成妨礙。 

因為，理解是視域水平的融合。而文本本身所蘊含的意義，其本身就是處境性的。

因為文本意義的產生，乃是發生在視域處境的交織，而又由彼此的對話理解而來。

對此，高達美的立論點是： 

 

相信文本意義的理解，總是處於一種發生過程的狀態和過程。因此，詮釋必

須是預設─理解者的存在，並且接受詮釋是由理解者本身特定的歷史處境所

啟動和進行下去的。文本詮釋以語言作為理解的媒介，這就肯定了理解由詮

釋而生，理解就已經是詮釋。因此，詮釋的本質，就是文本意義的再現。26 

 

                                                 
25 同上。 
26 黎志添著，《宗教研究與詮釋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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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是一種認識，要認識一個東西，在今天而言，就要講求工具和方法。

怎麼認識？如何認識？是一個工具性意義下講求客觀性的問題，但是如何能進行

客觀的認知卻又不落入工具性存在的迷思中，成了人文傳統中反科學主義中其所

謂客觀意義方法的困境，特別是經典意義和真理的尋求。因此，德國詮釋學傳統

從高達美開始將詮釋轉向存有本身，其詮釋系統指涉了一條對話式的意義創造之

路，在這個部分，它又是動態的，是辯證的，也就是說，理解之於高達美，文本

意義之於高達美，不是永遠固定的，因為它是處境之下的創造物。筆者以下圖說

明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過程，以及應用於文本上之方法。 

 

高達美文本詮釋圖解： 

 

第一種：文本→詮釋群體 

 

第二種： 

（文本內）A文化→B文化：差異→作者的理解與觀點=視域融合→創造意義 

 

詮釋者自己的觀點與理解+現代學術著作研究觀點 

 

視域融合→對話式創造意義（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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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論述架構─理解的過程與結果 

佛日契嵩釋儒一貫的思想架構大致可概分為三大面向，即性命與性情、君主

政治比及倫理道德。筆者以《輔教編》中之《中庸解》、《皇極論》、《孝論》、《原

教》、《廣原教》等具代表性的文本為主，而以《鐔津文集》中其它各篇論述和自

中唐古文運動以來之相關史料為輔，討論佛日契嵩在三大面向上的陳述，以及文

本中出現的儒釋對話關係。 

秉持這個原則，在論述架構上，筆者嘗試在研讀分析文本的過程中去逐步印

證在高達美哲學詮釋學上所強調的幾個重要觀點。 

首先，筆者要先觀察與分析佛日契嵩在其著作《鐔津文集》中所展現的三個

明顯特質，從這三個思想面來了解佛日契嵩視野下的儒教內涵和其所掌握到的佛

教思想內涵，並將其文本中所呈現的儒佛二教與一般認知之下的儒佛二教兩大傳

統在概念上的歧異作個對照。 

其次是嘗試了解契嵩在文本中的視野與生存境遇，在對話辯證的過程中，那

些思想產生了融合的效果，而那些部分是沒有融合或無法融合的，並以此印證高

達美視域融合的概念。在這個理解的脈絡下，佛日契嵩的儒佛會通究竟從何處而

言一貫？是全異到全一，還是去異求同？若高達美視域融合的理論為真，那麼在

視域融合之後，在佛日契嵩的視野中，儒教與佛教的位置為何？是否有無法交融

的部分？又若高達美的對話辯證為真，在對話辯證下，佛日契嵩又創造出哪些意

義？釋儒二教是否真如佛日契嵩所言及所證而一以貫之？ 

最後，筆者將不可避免的帶入個人在生存境遇上的理解與觀點，因此將在最

後做出總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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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佛教與契嵩生平簡述 

第一節  北宋時期對佛教的態度與政策 

一、北宋時期對佛教的態度 

公元 960年結束了隋唐時期的分裂與混亂後，中國進入了另一個一統的局面。

而中國佛教於唐朝時所發展出來的宗派，至宋朝時僅剩下禪宗與淨土宗。27 

趙宋自太祖建立政權後，即下令復佛，一反後周毀佛的政策，而改採對佛教

保護的措施。因此，在政權轉移和政策轉變下，中國佛教有了復興的開始。《釋氏

稽古略》卷第四載：「帝屢造佛寺，每歲度僧八千人。」《宋史》云：「乾德五年七

月，下令禁毀銅佛像。28」自太祖開始並不是只有恢復佛教，而是開始集中管理寺

院與道觀，其高度極權管理僧團、道觀的制度和政策的嚴密可以說是歷朝集大成

者，而僧尼的人口資料就是官府所要掌握的基本資料29。例如太祖開寶六年下詔中

規定：「應諸道、州、府、管內僧尼，自今後逐年據帳，每一百人只許度有經業童

行一人。」30 

而且北宋政府承續前朝以來的僧官制度與管理組織的模式，並將它發揮得淋

漓盡致。比如說，在注重僧尼的素質的提昇上，就有一項政策，凡是欲出家求道

者，出家前必須經過考試。 

宋太祖開寶六年十二月詔：「釋門崇教，實自前王；歲試度人，宜有定數。茍

誦持之未至，則行業以何觀？」31 

 

 

                                                 
27 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New Jersey：Princeton，Second Ed.，

1973， p. 389。 
28 《宋史》本紀二‧太祖二，洪氏出版社。 
29 黃敏枝，《北宋社會經濟史論稿》，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78年 5月初版，頁 349。 
30 出處同上。 
31 見《全宋文》第一冊，中國四川省：巴蜀書局，1988年一版，頁 159。 



 16

同樣地，在《釋氏稽古略》卷四載太祖時期的政策： 

癸亥乾德元年，詔僧門童行，每歲經本州考試入京師，執政重監試，所業其

妙法蓮華經七卷，通者奏名下祠部給牒披剃。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太平興國

普度僧尼，不限此例也。32 

 

不僅如此，還遣使西行求取佛法33。《宋史》載：「乾德三年十一月，甘州回鹘

可汗遣僧獻僧獻佛牙、寶器。」這說明了太祖不但不排斥佛教，而且當時還藉著

佛教與西域小國友好。打通了這條路，北宋不僅遣使西行求法，更開始了極為輝

煌的譯經事業。 

在宋太祖奠定的基礎下，太宗除了完成領土的統一，對佛教的各項發展極為

關切和注意。根據黃啟江的觀察，北宋佛教在太宗有計劃的管理和扶持之下，不

但促成東西佛教交流，而且完成大批佛典翻譯，並將北宋都城建立為新的佛教中

心，為佛教在北宋時期的發展，特別是禪宗叢林奠立下良好的基礎34。 

太宗對譯經的支持，始於太平興國五年。他重視譯經，創建譯經院，蒐集梵

文經典，並訓練譯經人才，建立完整的譯經制度，乃至對雕版印刷他都不遺餘力35。

當時以來自西域僧人以天息災、施護、法天為最有名，太宗為他們於太平興國寺

西建譯經院，並下詔選童子五十名學習印度梵文，以便將來接續譯經之工作36。自

太平興國七年七月至雍熙四年十月，天息災所譯之經共有十八部五十七卷，入藏

開板37。 

太宗崇佛，但仍接續太祖的宗教態度，對於佛教建寺、修寺、建塔、修佛像

以及管理僧尼素質等，並不是放任的態度，而是嚴格的管理。《佛祖統紀》卷五十

                                                 
32 大正藏第 49冊，NO.2037。 
33 《釋氏稽古略》卷四中記載太祖時期：「丁卯乾德五年詔，秦涼既通，遣僧百人往西域，求

佛經法。」 
34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出處同前，頁 31。 
35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出處同前，頁 41-42。 
36 《佛祖統紀》卷四十四，大正藏第四十九冊，NO.2035。 
37 《佛光電子大辭典》第三版，高雄縣：佛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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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載：「太宗雍熙詔天下係帳38童行並與剃度，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方許係帳。」39

而至道年間則對兩浙、福建等寺院密布或出家人數眾多之地，制定了考核標準： 

 

至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

讀經五百紙，為合格。40 

 

嚴格要求僧尼識字讀經，訂定出家為僧的標準，管制出家人數，無異是要求

宗教人士的文化素養，也相對提昇了宗教師未來的弘法品質與社會服務功能。這

樣嚴謹的要求風格一直持續著，《佛祖統記》卷五十一‧試經度僧中載： 

 

真宗詔，釋道歲度十人，特放一人不試經業。詔天下童行。試經業剃度。

仁宗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參政宋綬夏竦監試。41 

 

《宋會要輯稿》道釋一，對仁宗時期亦有相關記載： 

 

天聖八年三月詔，應男子願出家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為童行，若祖

父母、父母在，須別有親兄弟待養方得出家，其先經還俗，或曾犯刑責，負

罪逃亡，及景跡兇惡，身有文刺者，不得出家。42 

 

由以上文獻可得知，北宋時期自太祖開始即採取保護佛教的態度，但是真正

將中國佛教推上另一發展高峰，奠定佛教於社會之深厚發展基礎者，則非太宗莫

屬。針對太宗對佛教的關心，黃啟江教授認為是藉著造像，建立帝王轉輪聖王的

                                                 
38 從師出家，寄名於寺院，登錄簿籍申祠部，聽候試經業，此為入空門的第一步。係帳之後

方可循正常途徑試經、恩度、進納等，進而剃度為沙彌。參見黃敏枝《宋代佛教經濟史論集》，頁

358，出版同前。 
39 《佛祖統紀》卷五十一‧試經度僧，出處同前。 
40 《佛祖統紀》卷五十一‧試經度僧，出處同前。 
41 《佛祖統紀》卷五十一‧試經度僧，出處同前。 
42 《宋會要輯稿》第 8冊，道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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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像，藉著翻譯佛典，來操縱整個佛教經典的翻譯事業，並獨佔對佛典的解釋權

和出版權。也就是說，太宗以帝王之尊管制佛經的翻譯和流傳，其實有利於建立

中央與地方事業的階層化，並贏得佛教團體的合作43。 

筆者認為，這是宋室高度極權統治風格的表徵之一。宋室崇佛，固然是來自

太祖的態度，但也同時顯示了古代中國於家天下統治模式之時代下，連同信仰也

代代相傳，以此作為家族信仰之價值核心，藉以鞏固家族成員之向心力，如果擴

大來看，則可視為是鞏固社會群眾對皇室的忠心。 

 

二、北宋時期的佛教管理政策 

承前述，宋太祖於公元 960年建立政權後，即開始重新組織管理僧團，並使

八千僧眾於其誕辰受戒。44依黃敏枝的觀察，宋代的管理政策基本上沿襲唐、五代

之舊制，對於僧道籍帳列管在案，以利稽查和管理。45 

僧尼出家有幾個階段，先由童行剃度為沙彌、沙彌尼，再由沙彌、沙彌尼受

戒成為比丘、比丘尼。整個程序必須遵照國家既定之律、令、格、式的手續辦理

方為合法，否則就要算是私度。46黃敏枝說： 

 

因為剃度過程的關係，只有童行和僧尼這兩個層次，所以十之八九的資料也

僅標明僧尼、童行兩者而已，其故在此。因此，在史料中很難判斷童行和沙

彌之間的差別，換句話說童行即沙彌，沙彌即童行，兩者夾纏不清。47 

 

又例如《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一之一十三載： 

 

                                                 
43 《北宋佛教史論稿》，出處同前，頁 42， 
44 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New Jersey：Princeton，Second Ed.，

1973， p. 400。 
45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出版同前，頁 349。 
46 出處同上，頁 357。 
47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出版同前，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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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帳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師，童行念經百經，或

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合格。48 

 

在這段詳述僧道童行的考核文獻中可以發現，童行可能有已經落髮者，也有

尚未落髮者，而已落髮和未落髮者的考核標準並不相同。 

童行為徒弟或行者，指未成年無賦役義務者，入寺後禮主首和尚為師，帶髮

習經者。成為童行的第二個條件是係帳。係帳之意，為從師出家，並寄名於寺院，

登錄簿籍申祠部，聽候試經考核。在係帳後，方可循正常途徑成為沙彌。第三，

是必須以正式名字申報，不得以小名申報。《宋會要輯稿》卷八第一之一十七中載

北宋真宗時的情況： 

 

咸平四年四月，詔在京并府畧外道僧尼、道士、女冠下，行者童行、長髮等，

今樸實年十歲，取逐處，綱維、寺主結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係帳，仍須定

法名申官，不得將小名供報。49 

 

最後一點，有下列情況者亦不得為童行。真宗天禧二年曾下詔： 

 

祖父母、父母在，別無子息侍養，及刑責姦細，惡黨山林，亡命賊徒，負罪

潛竄，及曾在軍帶瑕痕者，並不得出家。寺觀容受者，本人及師主、三綱50、

知事、僧尼、鄰房同住並科罪。51 

 

 

                                                 
48 《宋會要輯稿》，出版同前。 
49 出處同上。 
50 指寺院中之指寺院中統領僧眾，職掌事務之三項僧職。綱，意謂以有德之僧立綱紀，提挈

僧眾。此三項職務為：上座、寺主、維那。上座，由法臘高而具德望者充任，以統領眾僧；寺主，

原指建造寺院者，此處則指主司寺內堂宇之營造或管理等事者；維那，或譯作悅眾，係主司僧眾雜

務者。三綱之制始於姚秦時代（四世紀末）。見《佛光大辭典》，電子版第三版。 
51 《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一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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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志願出家者，真宗時亦明文規定： 

 

志願出家者，並取得祖父母、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問同居尊長處分；其師

主須得聽許文字方得容受童行，長髮候祠部方許剃髮為沙彌，如私刑者，勒

還俗。52 

 

同樣地，仁宗天聖八年亦承襲相同的規定： 

 

若祖父母、父母在，須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得出家，其先經還俗，或曾犯刑責，

負罪逃亡，及景跡兇惡，身有文刺者，不得出家。53 

 

這三段文獻明白指出，北宋政權對於宗教在管理上採取非常嚴謹的立場，完

全由中央來管理宗教人士的品質，因應而生的是，北宋時期發展了一套組織管理

系統以達集權管理的目的。 

在其他方面，例如受戒之戒壇設立、度牒、戒牒等亦有嚴格的法令規定。據

黃敏枝的研究，持有度牒的沙彌應在所屬管內戒壇受戒，官員臨場監督度牒有無

偽冒，從臨壇十律大德受三師七證具足戒，以取得正式的僧尼資格，交付六念文

書54。而祠部戒牒，亦經官吏簽署，交付受戒者，度牒內註明受戒年日月，並將度

                                                 
52 《宋會要輯稿》，出處同上。 
53 《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一之二十七。 
54 六念為： 
第一念  須知日月大小黑白（從月一日至十五日云白月，從十六日至末云黑月。） 
第二念  須知食處有四（或云常乞食，或云常僧食，或云自己食，或云檀越食。） 
第三念  須知受戒年日月，熙寧六年癸巳歲（三月甲辰朔一日，甲辰寅時分受具足戒） 
第四念  須知三衣缽具闕（三衣具即云受持，不具即云闕受戒），長衣（已說淨，未說淨） 
第五念  不別眾七緣（病時、作食、施衣、道行、乘船。大眾集沙門施食時，得別眾食。） 
第六念  無病依眾行道，有病當念隨病醫療，無病者隨眾行道。 
在六念中尚提到僧眾受食時，應食存五觀等觀念。 

以上六念之內容轉引自為黃敏枝在其著《宋代佛教經濟史論集》中，所引用之日本文獻[宋代的受
戒和六念‧戒牒]，見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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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六念連黏用印，申尚書。而僧尼必須隨身攜帶度牒、戒牒以及六念文書，以

備寺院或官方盤查。55 

此外，每年能正式受戒成為僧尼的人數亦由官方核定。例如宋太祖開寶六年

即曾下詔： 

 

自今諸路，據僧帳見管數目，七十人至百三十人，每年放一人，至百七八十

人放兩人，如六十已下，據見在數積累年歲，候及前件分數，依例放一人。56 

 

宋太宗至道元年六月亦曾下詔：「江南、兩浙、福建僧尼今後以見在僧數每三

百人放一人。」57 

基本上，一旦成為正式僧尼後，即可免除各項傜役和稅賦，而趙宋政權具有

全權調配各地僧尼數的絕對權利，包括度牒納錢的規定，還有戒壇的設立等等。

例如《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二之一即載：「凡童行得度為沙彌者，每歲遇誕聖

節，開壇受戒，上設十座，釋律僧首十闍梨說三百六十戒，授訖，祠部給牒賜之。」 

諸如此類的，不勝枚舉，甚至連微小細節都有所規定，例如出家受戒之後，

即無須再閱讀陰陽天文之學，或應學多少律學等等。58 

從出家申請、剃度、受戒，北宋政權可以說是藉著制度化的管理完全將佛教

的力量和發展掌控在手中，對於僧尼所學、應學，甚至開展譯經事業，亦都藉制

度而涉入。這其中有幾個意義：一、趙宋皇室對佛教信仰的支持與保護；二、藉

著制度化的管理發展佛教；三、制度化的管理同時也是一種監控和管制，以確保

宗教力量能忠於皇室。無可諱言的是，佛教的確是在趙宋政權下有了再次發展的

機會，一步一步地表現出中國化的特徵。 

                                                 
55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出版同上，頁 365。 
56 《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一之一十四。 
57 《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一之一十五。 
58 《宋會要輯稿》卷八，道釋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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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宋佛教的發展概況 

一、佛教寺院發展與分布的情況 

北宋初期，佛教在宗派上只剩下彌陀淨土信仰和禪宗仍繼續活動。而禪宗又

以雲門宗、臨濟宗兩個支派為最盛。 

當時佛教的寺院與佛教事業，在趙宋政權的支持下，得到另一個蓬勃發展的

機會。許多佛教寺院得以修復或興建道場，而官私刻印大藏經就整個宋代來講，

共計六次五種版本。59其中官版的大藏經，即蜀版、開寶藏，從北宋太祖開寶四年

至太平興國八年（971~983）歷時十二年。 

在寺院興建上，北宋時期若要興建廟宇必須經由官方同意，由皇帝決定廟宇

可否興建或得以重修，民間並無此權利。黃啟江教授認為，宋室大興土木興建寺

院，意在妝點名山大川與京師，使近悅遠來，仰慕宋帝國之文化。不僅如此，宋

太宗時期更是全力推展佛經翻譯事業，成立國家的譯經院專事佛教典籍之翻譯工

作。太宗重視寺院的興建、翻修與譯經事業的表現，被視為是以統治者的身份製

造君權神授的象徵，並藉著管制佛經內容的翻譯，以建立起中央與地方寺院的階

層等級制度方便中央管理，藉此贏得佛教團體對中央政權的合作。60事實上，就整

個中國佛教史而言，佛教的譯經事業，除了自唐代玄奘以降達到鼎盛以外，最盛

的時期就是北宋。整體官設譯經機構的組織嚴密，從流程到譯經人員挑選與培養

都有一定的標準和流程，更設有儒臣專任譯經潤文官，整個譯經院的結構與編制

堪稱佛教史之空前絕後。 

在寺院經濟發展方面，倘若就整個宋代而言，大致上的發展分為幾項，如寺

田、功德墳與地方公益事業等。黃敏枝認為中國佛教寺田經濟這項制度的發展，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迫於中國的民俗風情；二是僧團人數的擴大，端賴托缽乞食，

                                                 
59 計有官版，即蜀版開寶藏，歷時十二年、福州東禪院與等覺院之崇寧萬壽藏、福州開元寺

之毘盧藏，歷時三十四年、思溪資福藏、磧砂藏，歷時一百一十八年。見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

經濟史論集》，出版同前，頁 5。 
60 見《北宋佛教史論稿》，出處同前，頁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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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及寺院無法維持生計；三、唐代安史之亂後，僧團的供養者已由王公貴族，

轉為庶民，供養寺院的經濟能力不若以往。61基於上述三種原因，寺院與僧人取得

寺田經營，是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在日常生活與經濟生活上的分岐點，就宋代而

言，寺院的開支除了日常的粥食以外，尚有伽藍的修建費、法會和佛事、賦稅、

身丁錢、買度僧牒，以及地方慈善、救濟、公共建設等各項開支，有時還要張羅

投資或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等等62。因此，光靠印度佛教中傳統的托缽乞食，中國佛

教的僧人無法在社會中生存。同時，托缽乞食並不見容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固有

觀念，如果要弘揚佛法，佛教寺院的經濟生活方式勢必要改變與革新，當然，當

寺院經濟生活改變的同時，在日常生活上也將跟著調整，不過，改變的部分不在

本文討論範圍內，故不在此贅言。 

在寺院發展的分布上，福建和兩浙地方是整個宋代佛教發展最發達的代表地

區。尤其佛教在福建地區的發展，得到了「佛國」的美譽，而兩浙地區，則素以

人文薈萃著名。關於福建和兩浙地區的佛教發展，已有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專題討

論過63，在此，僅借助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外，整理陳述出個人心得。 

據一般的歷史看法，惠能大師的南宗禪，自唐代中葉以後，在中國江南及以

南地區發展。福建的部份，由青原行思的弟子雪峰義存至福州傳法後，下有玄沙

師備、長慶慧稜、大普山玄通64等人在福州傳法，杭州則有龍冊寺道怤禪師。而雪

峰義存下，尚有在雲門山另立支派的雲門文偃（廣東乳源縣）。 

福建一地，在歷史上先後屬閩及南唐，而福州，則先後為閩及吳越，無論是

南唐或吳越，其王室崇佛，護持佛教寺院與僧侶，與佛教的關係相當密切。是福

建一地佛教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就寺田一項而言，唐末以後福州境內上等的田

                                                 
61 出處同上，頁 20-21。 
62 出處同上，頁 22。 
63 福建佛教的方面，有日本學者常盤大定、曾我部靜雄、竺沙雅章等；關於福建與兩浙地區，

則有國內專研宋朝佛教發展的學者，有黃敏枝、黃啟江教授；關於南宗禪歷史的研究，則有日本學

者，鎌連茂雄以南宗禪之社會政治發展為主要觀察點的《中國佛教史》。 
64若據《景德傳燈錄》卷十九的記載，在福建地區傳法者有九位，在杭州傳法者有三位，其它如信

州、明州者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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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半數為佛寺所有，寺田廣大富庶65，遂有能力以民間的力量開雕大藏經二次66，

福建路共八州，溺嬰風氣盛，但惟獨福州沒有此惡俗，而且民家中只要有三男，

即有二男或一男出家為僧。在地方公益事業的表現，則以修建橋樑與道路居多。67 

在兩浙地區方面，北宋太宗時期共統領十四州68。兩浙地區自南北朝以來即富

庶，為首富之區，無論是商業貿易、農業發展、織染工業、陶瓷，還是地方水利

設施都十分發達。寺田的數量也不在少數，在地方公益事業上的表現上，也是修

橋鋪路居多，再來便是贊助水利事業。 

 

二、北宋禪宗叢林的發展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叢林最盛的時代，整個北宋禪宗的發展若以先後順序看，

以雲門宗為最盛，其次是臨濟與曹洞；就地區的分布來看，從嶺南、湘江、江西、

江浙、汴京等地都有雲門叢林發展的軌跡，黃啟江教授認為，整個北宋叢林的發

展與雲門宗弘法活動的軌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69。 

黃教授認為，北宋叢林興盛的原因有下列幾項：首先是得到宋室統治階層與

中央地方官僚系統的支持，以及佛教僧侶密集的弘法活動，加上家庭傳統與個人

興趣等因素，以及僧人豐厚的學術修養，行解並重的修持，使得士大夫景仰僧人

們高超的德行外亦與之建立良好的關係，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他認為是統治階層

與雲門宗僧侶彼此建立了相互為用的基礎，而且這也成為宋代叢林發展的必要條

件。70 

                                                 
65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稿》，出版同前，第四章：宋代福建路的佛教寺院與社會

經濟關係，頁 126。 
66 見註 40。 
67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稿》，出版同前，第四章：宋代福建路的佛教寺院與社會經

濟關係，頁 119-126。 
68 此十四州分別為：杭、睦、湖、秀、蘇、常、潤、越、婺、衢、處、溫、台、明。尚有江

陰軍與順化軍的設置。 
69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出版同前，頁 223。 
70 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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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宗崛起於五代時的南漢，在北宋初期至中葉發展鼎盛，以傳法子嗣來看

則四、五、六世最盛71約四十八人，七、八世約二十人次之，也就是大約在宋真宗

後期，仁宗至神宗年間（約 1015~1085，自雲門四世南安岩自嚴之後，洞山曉聰開

始）。就地區發展而言，其路線從立宗之地廣東開始，向北往江西、湖湘、江浙到

汴洛發展，建立叢林或住持名剎，是由經濟落後區域向經濟活躍或文化富饒之地

前進。根據黃啟江教授的觀察，雲門宗在仁宗時期建立了嶺南、湖湘、兩浙以及

汴京等地的佛教中心，形成一個雲門宗系統的叢林網。在方式上，則是因地方官

僚大力支持，雲門宗弟子以十方叢林的方式入主寺院72經營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歷來禪宗弘法盛地江西一帶，雲門宗弟子當然也不會忽視，

在宋初時進入，主要聚集於廬山和雲居山，如《林間錄》卷下73裡頭記載雲門四世

洞山曉聰求法的文獻：「初遊廬山，莫有之知者，時雲居法席最盛。」而江蘇的真

州、浙江台州、杭州等地因山明水，自南唐以來便是佛教聖地寺院眾多，雲門宗

於宋仁宗時進入江浙地區發展，多半為四、五世之法嗣，如雪竇重顯、佛日契嵩、

天衣義懷，在此之前有三世嗣之祥符雲豁74。除禪宗之外，該地區尚有天臺宗僧人

在江浙地區發展。 

在護法方面，雲門宗僧侶著作豐富，他們擅長以文字弘法，著作類型廣泛，

有燈錄、語錄、世譜、文集、偈頌、論辯乃至清規等。如德山慧遠與《武陵集》、

資聖盛勤與《原宗集》、福昌永珣與《雲門錄》、雪竇重顯與《雪竇頌古》、天衣義

懷與《通明集》、佛日契嵩與《鐔津文集》、長蘆宗賾與《禪苑清規》等。從以上

雲門僧侶著作的成就中，不難看出他們自三世法嗣以後對北宋佛教和社會的影響。 

根據《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十三、十四的資料，僧尼數在真宗天禧年間

合計約一百八十萬餘人，其中僧數最少有七十萬以上，仁宗時期僧數同樣最少有

七十萬以上，以北宋政權對佛教僧團制度的管理政策來看，筆者認為這說明兩件

                                                 
71 資料來源《傳法正宗記》卷七、《景德傳燈錄》、《續傳燈錄》，大正藏第 51冊。 
72 宋仁宗時，雲門宗弟子以十方叢林的方式入主寺院，如韶州。見《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38，

出版同前。 
73 宋‧惠洪覺範，《林間錄》，欽定四庫全書本，子部釋家類。 
74 見《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47，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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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是佛教寺院開始修復、興建，佛教需要人力和人材住持管理寺院；二是在

政權支持下佛教僧侶弘法的活動力量吸引了社會群眾。這個來自側面的觀察，雖

然無法直接證明和北宋叢林的發展和雲門宗弘法活動之間的關係，但是卻間接證

明了佛教活動在北宋復興的事實，以雲門宗僧侶自二世以後開始向北發展，這可

謂不無影響。 

北宋期間的禪宗叢林尚有曹洞宗，但是其弘法活動的力量沒有雲門宗僧侶來

得活躍。其主要弘法活動區域在江浙75，由真歇清了、天童宏智各據杭州與四明要

剎，如補陀、天童、香山、雪竇等76。在雲門宗於北宋末期衰微後，曹洞宗、臨濟

宗又繼而代之，因不在本文研討範圍，故不在此贅言。 

 

                                                 
75 黃啟江教授的看法是，曹洞宗在江浙叢林的發展，自真歇清了與天童宏智開始。 
76 見《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285，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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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契嵩生平 

一、生平與性格簡述 

根據陳舜俞（？~1072）在《鐔津文集》中以及欽定四庫全書本77之提要所述，

北宋僧佛日契嵩（1007~1072）俗姓李氏，字仲靈，自號潜子，藤州鐔津人（今廣

西藤縣），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歿於宋神宗熙寧五年78。七歲出家，十三歲落髮

得度，隔年受具足戒。得法於禪宗雲門支派洞山曉聰，依法脈傳承為雲門宗五世

僧人79。 

十九歲時（約北宋仁宗天聖四年，公元 1026 年），佛日契嵩展開了行腳遊方

的參學生涯。僧尼行腳遊方參學早在唐代就已蔚為風氣，其中又以禪僧居多，而

宋代僧尼在正式剃度登壇受戒後領有戒牒，獲本師及主首確保註明要往某州行

遊，由本州出給公憑即可外出訪師求道。為了接待僧尼，宋代建立了不少專為接

待遊方僧尼的寺院，性質大致與禪院相同，其中又以兩浙地區最為普遍80。陳舜俞

在《鐔津文集‧明教大師行業記》中說契嵩當時「下江湘陟衡廬」，也就是說他遊

方最初的地點在廬陵一帶。江西一帶，歷來是禪宗主要分布地區，宋初雲門宗即

已在此傳法，至仁宗時雲門四世、五世法脈鼎盛，對江西叢林的發展貢獻很大81。

契嵩是禪僧，其前往求法的意圖十分明確，與雲門宗傳法布教的活動所造成的學

習氛圍亦不無密切關聯。 

                                                 
77 佛日契嵩的《鐔津文集》收於欽定四庫全書本，集部─別集類二之中，出處同前。 
78 《行業記》，收於《鐔津文集》卷第一，大正藏第 52冊。 
79 依《祖堂集》載，洞山曉聰禪師為雲門宗第四代法祠，明教大師契嵩因此為第五代法祠。 

《祖堂集》共 20卷，五代南唐大保十年（952）由泉州招慶寺靜、筠二位禪師所編集的南宗禪史，
成書較景德傳燈錄早，但是流傳卻不廣，在中國北宋時已十分少見，後來在中國失蹤，於上世紀初

於朝鮮海印寺被發現。由於靜、筠二位禪師的生平已失傳，僅能從卷首文澄禪師的序中推斷，此二

人可能為雪峰義存之法脈。此外，《祖堂集》中記載的重點為青原行思與南嶽懷讓這兩支法脈之傳

人的言行和語錄，同時還系統地歸納了五代以前禪宗祖師之傳承與語錄，如曹洞宗之洞山良价、曹

山本寂，臨濟宗之臨濟義玄、溈仰宗之溈山靈祐和仰山慧寂等各宗祖師之言行與事跡，因此，《祖

堂集》可視為是南宗禪觀點所建構的禪宗史。《祖堂集》，高雄縣：佛光出版社，1996年 8月初版。 
80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稿》，出處同前，頁 377。 
81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市：商務印書局，1997年一版，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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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在廬陵一帶參學，在雲門宗洞山曉聰門下開悟得到印可82。於明道年間

（1032~1033）從龍興西山歐陽昉家中借其藏書，於奉聖院苦讀83，時年二十五歲

左右。在此處的苦讀用功博覽經書，可以說是為日後的釋儒一貫之思想發展奠定

了雄厚的基礎84。 

佛日契嵩在江西一帶參訪了近十六年後，於宋仁宗慶曆年間（1042~1048）入

了吳中、至錢塘。吳中、錢塘即是今日江浙地區，是北宋時期另一個佛教發展中

心。雲門宗的弟子在江浙地區的活動以仁宗之後最為繁盛，寺院星羅棋布，吸引

許多衲子前往，尤其是浙江地區人文薈萃，名山峙立85，風光靈秀。《鐔津明教大

師行業記》亦記載他：「樂其湖山，始稅駕焉」可見他對浙江地區的喜愛，這時的

契嵩已是壯年，選擇他所喜愛之處定居下來，並且開始閉門寫作，將心中對天下

時局和佛教的觀察以及看法一一藉著寫作抒發，同時他也為自己的弘法方向定

調，以著作論述弘揚佛法。 

為什麼會在離開了江西叢林的學習參訪後，將行腳遊方的方向選擇轉入宋帝

國時期佛教文明發展鼎盛之江浙地區發展？可以說此時的契嵩除了繼續參學之

外，另一個動機應是尋找施展弘法抱負之適當機會。他選擇停留在風光明媚、靈

秀無比而人文薈萃的大都會杭州86。後來，果然在此地「以文鳴道天下」87。 

                                                 
82 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佛祖統記》卷第四十五，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NO.2035。另《續傳燈錄》中亦載。 
83 《釋氏稽古略》卷第四，大正藏第四十九冊，NO.2037。 
84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大正藏第四十九冊，NO.2036。 
在《釋氏稽古略》與《佛祖歷代通載》以及南宋臨濟曉瑩禪師所著之《羅湖野錄》中（收於卍字

續藏第一百四十二冊），皆有記載契嵩於龍興（豫章）西山歐陽昉家中借藏書，讀於奉聖院之事蹟，

並稱「遂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但未言明原教等篇為何時寫作。黃啟江教授在其著作《北宋佛

教史論稿》中對此傾向認為契嵩是此時寫作《輔教編》、《原教》、《孝論》等名作，但筆者傾向認為

是奠定深厚基礎，根據陳舜俞的〈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載：「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當是時
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隅、李泰伯尤為雄傑，仲靈獨

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一貫之道，以抗其說。」筆者傾向推斷，契嵩於此時〈原教〉、〈孝

論〉等輔教編的主體應是此時有了思想上的雛型，但不是完稿。 
85 江浙一帶在五代、南唐時期即已崇尚佛教，寺院相當多。出處同前註 19，頁 243。另外，

據《釋氏稽古略》卷第四載，太宗時「吳越忠懿王錢俶上表歸宋入朝，盡獻十三州之地。」當時之

名僧贊寧，亦隨錢俶入朝：「沙門贊寧隨吳越王入朝，帝賜號通慧大師，敕住左街天壽寺，命修僧

史。」而《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中則記錄了吳越王錢俶護持佛教之事，他亦曾為《宗鏡錄》作序。 
86 當時在杭州靈隱山居住的，尚有自號中庸子的孤山智圓，智圓大師亦深通儒學內典，一生

著述頗豐，可見儒釋會通在杭州已見氛圍。其他如北宋名僧贊寧、永明智覺亦曾駐錫杭州，而雲門

宗其他弟子亦在此地從事弘法傳法的工作十分活躍，同時江浙地區離廬陵學派以及汴京都不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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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期間88，契嵩獨居但常與士大夫往來交遊詩賦，並辯論儒釋二教之道，

亦聚眾授徒，同時著書寫作。在杭州期間，他首先完成的是《輔教編》，後來陸續

完成《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等著，以釐清禪宗師承

維護禪門正統，並奉《六祖壇經》為心要法門。除了《輔教編》以外，其它的著

作與當時禪宗反對天台宗《付法藏傳》說有關89。 

契嵩文采極佳，且筆力雄健。他廣讀百家群書，深通儒家內典，於佛學亦造

詣高深，熟悉三藏內諸經百論，其文章往往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思緒綿密，既

可援佛講儒又可援儒講佛，學術素養深厚紮實，宋代當時文人好禪，蔚為風氣，

而契嵩博學能論，是吸引當時文人與之交遊的主要原因。陳舜俞的《鐔津明教大

師行業記》即載：「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盛，而莫之能奪也，因之與

遊。」90 

契嵩幾乎一生獨居，可以想見其專長與性格皆不長於寺務與官職，但他並非

不與人往來或不與僧團往來，只是此非他弘法志向。其性格高潔，自律嚴謹，要

求很高，與之交往親切的陳舜俞居士在《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即描述他： 

 

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

造也！91 

 

他自己亦曾寫了兩篇文章分別為〈寂子解〉、〈寂子解傲〉92，告白在學佛修道

又習儒的狀況下，不為人知的想法和心態，並剖析了他自身的性格。寫〈寂子解〉

的動機是為了解釋自己學佛之道卻又喜儒之心的原因，他說： 

                                                                                                                                               
遠，既無京城的繁華擾攘，與其它僧眾、文人雅士的往來亦十分方便，他選擇此處為立足點實有用

心。 
87 釋懷悟於附諸師著述序言中云：「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天下。」《鐔津文集》卷第十

九。 
88 契嵩在杭州期間居靈隱山永安精舍，後示化於靈隱寺，但此靈隱寺是否為今之靈隱寺，筆

者認為尚須進一步考證，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他在杭州期間的確居於靈隱山。 
89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稿》，出處同前，頁 11。 
90 大正藏第 52冊，NO. 2115，頁 648。 
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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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也，不能專純其道；學儒者，謂寂子實非佛也，彼寄

跡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93 

 

他為自己澄清：「吾之喜儒也，蓋取其道有所合而為之耳。」94而且認為佛教應

有寬大的胸襟去思考這一嚴肅的思想課題，故云：「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

以為善，吾不善之也！」95 

上述這段引自《寂子解》的自白可以看到他所抱定弘法護教之心與所立定的

志向，但是他所選擇的這條道路是十分寂寞的，他所嘗試構思的二教調合乃至一

貫的架構，是佛教中國化必然要經過的歷程，或許他考慮的是，讓佛教更深遠地

去影響中國文化，並融入傳統之中，方是生存久長之計吧。 

在〈寂子解傲〉中，反映了他為人處世上的部分處境。他描述自己說：「性簡

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96 

他覺得無須回應外界批評這一類的問題，做為一個僧人只需要專心於道業。

可是隨著道業增長，名聲增加，毀謗的人就愈多，上門來相規勸的友人愈來愈多。

對此，契嵩覺得無奈，並說明了自己不願放低身段的原因，他說：「吾於人，欲其

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97 

由此可知性格質直耿毅的契嵩，並不擅與人交際，亦不浪費時間和精力在志

趣不相投者身上，寧可將所有時間用在精進修道，讀書用功，著書立作，以文章

闡揚佛理等有用之事的上面。 

或許，這就是才華、學識都豐富的契嵩，這一位於北宋社會表現傑出的雲門

宗名僧，在正史與僧史上都沒有太多史料記載的原因之一。 

                                                                                                                                               
92 收於《鐔津文集》卷第八。 
93 出處同上，頁 686。 
94 同上。 
95 同上。 
96 同上。 
9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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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嵩著作與思想簡述 

契嵩一生著作六十餘萬言98，在北宋初期主要以調合儒釋二家思想，倡釋儒一

貫而見長，其論述儒佛會通義理架構的嚴謹，折服當時之儒士，如丞相韓琦、參

政歐陽修等，歐陽修閱讀完《輔教編》、《夾註輔教編要義》、《傳法正宗記》、《傳

法正宗論》等著作之後，即讚嘆地說：「不意僧中有此郎！」99 

其著作主要見於《鐔津文集》，其中為釋儒一貫主張而作之《輔教編》共分上

中下三卷，結構為原教、勸書、廣原教、孝論、壇經贊、真諦無聖論等。此為《輔

教編》奏本的內容，即現今流通的版本，其實還有一本詳細解說的《夾註輔教編

要義》，不過這一本《夾註輔教編要義》國內圖書館並無館藏，故筆者無緣見識，

但是《輔教編》的大正藏版與四庫全書版，筆者倒是用心研讀並比對其中的內容。 

《輔教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佛日契嵩調合二教並主張一貫的架構都呈述

於此，其內容分別闡述出宗教性質與功用、社會倫理與體制、宇宙與心性等概念。

因此，《輔教編》不但是佛日契嵩的代表作，展現他個人深厚的學養以及對弘法的

抱負和理想之外，同時也展現出契嵩個人在思想上的發展面向。基本上，每個面

向都有具體回應的對象和命題，其中前兩項和國家社會的倫理制度有關，最後一

項幾乎是在宗教哲學的層面上。 

而《傳法正宗論》、《傳法正宗記》、《定祖圖》等著，表明了契嵩在禪學與宗

派上的立場。他以《傳法正宗記》獻給仁宗，於嘉祐七年十二月將著作奉詔入藏，

並賜予明教大師的封號100。 

                                                 
98 見陳舜俞著之《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大正藏第 52冊。 
99 《佛祖統記》卷第四十五，出處同前註 20。 
100 《宋會要輯稿》第二百冊，道釋一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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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契嵩釋儒一貫的思想架構 

第一節  家庭倫理觀 

一、《孝論》中所闡述的主要觀點 

在《孝論》中，契嵩明確主張戒孝合一。《孝論‧明孝章第一》開宗明義云：

「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 

契嵩認為要行儒家的孝道，就要先行佛家的戒法，戒孝合一才能實現儒家孝

行天下淑世之理想，因為「戒也者，眾善之所以生也。」101。在此，契嵩把握住

佛教傳統內持守戒律的精神─防非止惡，開始詮釋儒教的孝道。契嵩進一步闡述

說是「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道，以孝為端。」102佛教的戒與儒家的孝道

不過是體用之別而已，認為兩者的價值觀在社會生活的倫理層面上不但沒有衝

突，反而是相輔相成的，而且是「大戒之所先也。」 

 

（一）契嵩對「孝」的剖析 

在《輔教編‧孝論》中契嵩進一步分析，認為孝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談，其

一是可見的外在行為，其二是相對於外在之不可見的、內在的抽象原則103。而內

在生命對抽象原則的掌握、體會和修練的重要性先於外在行為的展現，他說： 

 

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

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104 

 

                                                 
101 《孝論‧明孝章第一》，收於《鐔津文集》卷第三，大正藏 52冊。 
102 《孝論‧必孝章第五》，同上。 
103 《孝論‧原孝章》：「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 
104 《孝論‧原孝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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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生命與抽象原則合為一體，由內而外的修練可達到儒家所說的感召天地

與鬼神相應。因此，佛教教人為善，必先從內在生命開始修練，真正的善要「誠

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105他還強調真正的孝，要由內而外的重要，云： 

 

孝也者效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效者效其孝也，為孝而無效，非

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106 

 

與此相呼應的是儒教的君子以誠為貴的觀念，契嵩在此為自己的釋儒一貫之

說留下一個伏筆。 

 

（二）孝與佛教倫理觀念的結合 

契嵩接著在《孝論‧評孝章》中發明自己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孝」的見解，

並且帶入了佛教的觀念為之定義，云：「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眾生。」 

在這裡，契嵩以佛教中護生觀念與「孝順之心」相結合，理由是佛陀在累世

修行証果之後，見到在六道輪迴中眾生其實互為父母兄弟姐妹，皆是吾之親人眷

屬，因此戒「殺」，不僅是護生的行為，還是成全孝子慎終追遠心意的行為表現。 

孝，除了可以與佛教的護生觀念結合外，還可以跟和儒教的仁義禮智信相比

擬。契嵩在《孝論‧戒孝章》云：「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

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107 

他說：「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108也就是說，修行佛教

五戒和修仁義禮智信一樣可以達到儒教所教導的成人、顯親，一樣可以達到孝道。 

                                                 
105 同上。 
106 同上。 
107 同上。 
1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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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對孝的見解，是由內而外的一個修養或修行的過程，所以他強調要「誠

其性，然後發諸其行。」109不僅如此，《孝論‧孝出章》更明確指出：「孝出於善，

而人皆有善心。」110而「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 

跟隨契嵩對善和孝的思考，來對照一下儒教中主張性善說的孟子。 

根據唐君毅對孟子思想的觀察，他說：「孟子言性善，主要乃就人對他人物之

直接的心之感應上指證。」111 

也就是對突如其來的事直接感應，從這直接感應中的惻隱、羞惡之心中見仁

義，而得人之性善，特別是惻隱之心，孟子的性善是就人的惻隱之心說的。 

唐君毅更舉孟子所言：「上世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嘬之，其顙有泚。」112以指證「泚」之自「中心發於面

目」113，乃不待思維而發出，以言人本有孝心。114就此而言，契嵩的思路和孟子

幾乎是相近的。 

 

（三）佛教倫理與儒教倫理概念的結合與轉化 

對於儒教社會中重視的奉養、報答、顯親、祭祀等觀念，契嵩在《孝論‧德

報章》云：「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

之。」115而這所謂的道和德是什麼呢？契嵩云：「道也者，非世所謂道也，妙神明，

出死生，聖人之至道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

至德也。」116 

 

                                                 
109 同上。 
110 同上。 
111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82年全集校訂版。 
112 同上。 
113 同上。 
114 《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出版同前。 
115 《孝論‧德報章》，大正藏第 52冊，頁 661。 
1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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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舉證了佛門中禪宗六祖慧能孝養母親117，以及智藏事師恭於事父118的

例子，並以律制佛門中以減衣盂之資以養父母為孝行表現之一。 

關於祭祀守喪，契嵩在《孝論‧終孝章》中表達了立場，《孝論‧終孝章》云：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以，凡處必與俗子異位，過

斂則以時往其家，送喪，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

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謂孝之終也。119 

 

而佛子在表現哀痛上則可以師法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目犍連，以及古之高僧

法雲。他說： 

 

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茍愛惡未忘，遊心於物，

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120 

 

他同時舉證佛陀涅槃時，眾弟子哀傷大叫，為不忍也，因此律宗曰「不展哀

苦者，亦道俗之同恥。」121這裡面，契嵩提到了一個重要的態度，在佛教修道的

要求上，除了淨化自己喜好、欲望、愛惡等，修道其實還要向上提昇到比淨化更

高的層次，父母逝世的傷痛表現在出家為僧的修道者身上其實應與世俗白衣者有

所區別，不過，佛日契嵩最終是站在站在人道的立場向中國「孝道」傳統妥協，

故云：「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 

 

 

                                                 
117 《孝論‧孝行章》：「慧能好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儲，殆欲為傭以取資，及

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於死也。」 
118 《孝論‧孝行章》：「智藏古僧勁直以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

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 
119 《孝論‧終孝章》，出版同前，頁 662。 
120 同上 
1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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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教社會中孝的概念 

在耙梳過佛日契嵩在《孝論》中對孝道的見解後，也應該要對於「孝道」的

概念發展，從儒教社會的角度稍作考察。 

關於孝字的本意，依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鮑國順考察的觀點，從字形字義而

言，《說文》中對孝的解釋最為貼切：「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

也。122」根據《說文》的解釋來看，「孝」原是指子女奉事父母的行為。關於善事

父母的行為，也可以儒教典籍《論語》看到解釋和演變，《論語‧為政》云：「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對孝的解釋，已將「孝」的內涵從

奉事父母的行為擴大成包括父母死後的祭拜和追祀。在這一點上，契嵩明確地從

佛教的觀點回應和說明，而且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 

鮑國順認為孝道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從孔子以後開始的。123中記載舜

「克諧以孝」，而商周兩代孝親思想的盛行，依鮑國順的研究，多見於中國諸多古

籍，如《詩經》、《周書》、《戰國策》、《帝王世紀》《莊子‧外物》等124。而孔子之

後，孝道思想的內涵從奉事父母的行為，以及子女父母之間單純地上對下的關係

開始轉向，轉向與宗法制度的權力相結合，成為重要的倫理價值判斷。跟隨鮑國

順的觀點，孝道思想的演變在《禮記‧哀公問》篇中已出現「事天如事親」的觀

念，《孝經‧聖治章》也說：「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而後對於孝道的實行，更出現等級上的分別，如《大戴禮記‧曾子大孝》：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孝道思想的內涵從原本善事父母

演變到事親如天，反映出孝道思想已成為中國社會倫理關係的核心概念。 

就以上所言，契嵩認為孝是所有倫理道德中的共同尊崇之善行，因此他在善

行基礎上將戒與孝兩個不同的德目合而為一。可是戒與孝真如契嵩所言，能在一

切善法之基礎上有所交集嗎？果真是戒生則善法生嗎？佛教內部是否能容許這樣

的觀點而無有矛盾或衝突？ 

                                                 
122  鮑國順著，《孝道的考察和省思》，收於《儒學研究集》，高雄市：2002年初版。 
123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台北市：台灣商務印出版。 
124 《孝道傳統的考察和省思》，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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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由戒生的立論檢視 

戒，是佛教傳統內修行體系中之基礎，與定慧二者合稱為三無漏學之一，主

要是因為出家僧人可依持守戒律而減少個人習氣，並據此減輕生活和修道上的煩

惱而得到清淨乃至証果。在《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125卷十八中之第三分受戒法，

詳載了釋尊出家修道證悟，除五蓋、離欲惡不善法及順逆觀十二因緣的過程，及

眾弟子受三歸五戒後，在為人處事及日常生活乃至修道上，都得到長足利益之事。 

在《摩訶僧祇律》卷第一則云，受戒可得五事功德，此五事指：一、能建立

佛法；二、使正法久住；三、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四、為諸比丘、比丘尼犯罪

時的依怙；五、可使修行人遊化諸方無礙。《四分律》更進一步提到戒與善的關係，

《四分律》序云： 

 

夫戒之興，所以防邪檢失，禁止四魔。超世之道，非戒不弘，斯乃三乘之津

要，萬善之窟宅者也。 

 

同樣對於戒和善的關係描述，在《優婆塞戒經‧受戒品第十三》中也見到了

類似的觀點，經中云： 

 

是戒即是一切善法之根本也，若有成就如是戒者，當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

果，若破是戒命終當墮三惡道中。善男子，優婆塞戒不可思議！何以故？受

是戒已雖受五欲，而不能障須陀洹果至阿那含果，是故名為不可思議。127 

 

上述經典記載，明確指出受持戒法能生種種善法。而且戒是修行實作，不但

是佛教僧團中生活行為的準則，更是佛教修行落實於世間的核心精神象徵。《長阿

                                                 
125 大正藏第 22冊，NO.1421。 
126 同上。 
1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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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卷十五第三分中，記載佛陀曾與以究羅檀頭婆羅門為首的五百婆羅門辯論，

佛陀於辯論勝出後開示，若以歡喜心歸依三寶並受持五戒者，則可得生殊勝之人

天果報。持戒是如此的重要，不單是對出家修行者的修證果位，還是對在家信眾

的生活行為及倫理指導。它的重要性，在律部《解脫戒經》譯經緣起中，僧昉曾

云：「戒律者，建定慧之妙幢，殄闇惑之明燈，度危嶮之蹊徑，開憺怕之梁津。」

128故契嵩在《萬言書上仁宗皇帝》中云：「五戒修也，可以成人；十善修也，可以

生天。」129 

就戒法的世間性格而言，它是生活道德的養成和個人行為與周遭生活群體互

動的軌範。準此而言，戒與孝都是善的行為展現，皆應視為道德德目之一。因此，

契嵩說依戒則善法生的論點不但是可以成立的，也隱含了他想挑戰儒學中「成己」

這個重要概念的企圖。 

余英時在《儒家「君子」的理想》130一文中指出，儒學以「君子的理想」為

樞紐觀念。君子，原是一種道德身份的表徵131，到了孔子正式成為一種道德理想，

僅次於聖人之位，是修己之途的最究極目標。在孔子的理想下，君子的本質為仁，

透過外在行為「禮」的實踐，達到目標。132而反求諸己、推己及人，即是所謂之

內聖外王之道。換言之，儒家追求存在的完善，追求道德意義完美之人格、具體

行為的正當，並且注重個體與群體彼此之間的存在和互動。追究其基礎，在於道

德，而整個道德理想的具體完成，則是為了落實於存在本身的完善性。這便是儒

家的成己，一種道德完善的具體存在。 

 

 

 

                                                 
128 大正藏第 24冊，NO.1460。 
129 收於《鐔津文集》，大正藏第 52冊，出版及經號同前。 
130 收入於余英時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台北市：聯經，1995年初版，頁 145。 
131 余英時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一文中指出，君子一詞最早的定義出現在東漢﹝白虎通

義﹞中：「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頁 146。 
132 余英時在文中以《論語‧衛靈公》舉證：「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來說明禮與仁之間的關係。出處同前，見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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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戒孝合一的基礎：善 

（一）倫理學之善的定義 

佛日契嵩在《原教》中云：「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133這句話明確

定義了他的詮釋立場。既然契嵩認為可以在善的德目上將兩個不同傳統的觀念結

合，接下來就要討論的幾個問題，首先要問的是，善是什麼？一般倫理學如何看

待這個命題？ 

善，是一種道德價值。孟子曾經給善下了一個定義：「可欲之謂善」134。在知

識論的架構上，價值屬於第三性質。第三性質是表示，在不排除客觀的情況下，

價值是主觀的，而這主觀也不是一種想像的，或假想的。依鄔昆如的觀點，孟子

的「可欲」剛好符合這個描述，他說： 

 

可欲，至少指出兩件事實：一是客體的吸引力的善的呈現，它使主體對它有

所欲；二是主體本身意識到自身的不足，而有所欲求。135 

 

他認為，孟子的「可欲」連結了客觀善的可追求性，以及主觀上對善的必需

性。因此，在倫理學的領域中，善成為主客合一相結合的所在。跟隨這個思考的

線索，善就成為可以客觀追求的善，以及因為是善而被我們所追求的善136。依此，

善便可以分類為正善、娛善、益善、至善，或者進一步分為主觀善與客觀善。137契

                                                 
133  收於《鐔津文集》，出處、出版、經號同前。 
134  鄔昆如著，《倫理學》，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01年 11月初版六刷。 
135 《倫理學》，出版同前。 
136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楊國榮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也用孟子盡心篇的「可欲之謂善」來

談中國哲學傳統對善的界定，他指出：「可欲既指值得追求的，也指人的存在所實際需要的。」見

楊國榮著，《道德形上學引論》，台北市：五南出版，2002年 4月初版一刷。 
137 鄔昆如教授依據西洋亞理士多德以降的觀點認為：正善，是正直的善，是人生依著本性去

修養而完成自己的人格；娛善指人每次行善之後，內心都會感到快樂、欣慰；益善是一種方法，透

過方法使吾人心安，心情愉快，透過這方法而對吾人有利；至善，是最高的善，是十全十美，圓滿

無缺。見《倫理學》，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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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怎麼描述善呢？他所描述的善，與主張性善的孟子有多接近？又有何不同？在

上述對善的定義以及對善的分類當中又屬於哪一種？ 

（二）契嵩視野中善惡存在根源的討論 

對契嵩而言，「善惡情也，非性也」138。而且是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在契

嵩的視野中，「情」指的是什麼？契嵩在《廣原教》中解釋了他的觀點，云：「情

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139 

有，是存在、生存之義，亦有執著、執取的意思。在佛教觀點而言，有，是

有情眾生之所以受報、召感善惡的主要報應果體。這意謂著，執取生命存在的欲

望為實體，被生命投射向未來而延續的一種強大力量而驅動，這便是情，而且是

先於存在的。因此，順著佛教對生命論述的架構，這個強大的驅動力驅使著有情

眾生執取存在，進而產生了愛、嗜欲等心靈上和感官上的欲望，也是這股驅動力

使得有情眾生與世間萬物流轉生死之中，不斷輪迴，不斷將自己的生命延續投射

向不可知的未來。在這個解釋與論述觀點下，「情」便意味著屬於欲望的範疇中。

也就是說，對契嵩而言，「情」的意義不單純只是指稱情感，而是指涉生命生存的

背後，那股強大的驅動力量。那麼善惡不從性出，而是情，意謂著這是用的問題，

而非體的問題。這思考預設了一個本然純淨未分化的狀態，人只要能回到那個狀

態，就能解決現世遭遇到的這些紛擾的煩惱和不清明。在儒家這是成己，是天人

合一，是至誠；在佛教則是佛性，自性清淨的本來面目，是熄滅一切苦惱的清涼

涅槃。 

再回到對善惡概念的指稱上。首先，佛日契嵩在文獻中並沒有明白主動的描

述何謂「善」，但是卻指稱出造成善惡之根本源生於情，源自於生命生存背後的那

股強大驅動力。這股驅動力表現於內為心意，表現於外則是行為。這意謂著，善

惡兩個對立的概念是主觀的，是以人為主體所定義的，也是可以追求的目標，透

過修養、修持的功夫可以達成人所要追求的結果。《原教》云： 

                                                 
138 《中庸解》，收於《鐔津文集》卷第四，大正藏 52冊。 
139 《原教》，收於《鐔津文集》卷第一，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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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

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訾；不嫉，不爭；不癡，不

昧。有一於此，足以誠其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全也。140 

 

透過上述《原教》所提，契嵩不僅要追求善，亦想藉此達成儒家所謂「成己」

的理想。成己，即是完善自己，指自我在人格上的完善141。但是，是不是真能藉

此完成儒家「成己」的理想，並進一步以五戒十善取而代之？ 

從契嵩以對照的方式，將五戒十善比附儒家所描述的善之理想，以及對善的

根源指稱，符合前述鄔昆如教授對善在定義上的兩項描述。換句話說，從外在目

的而言，契嵩與孟子對善的思考的確相同。那麼，契嵩所描述的善，在前述所定

義下善的分類中是屬於那一項呢？是正善、娛善、益善、還是至善？ 

 

（三）五戒十善在善的分類下之定義 

五戒十善的內容為：「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飲酒」，以及加

上「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瞋恚、不邪見」而為十善。五戒中前四項屬於

性戒，最後一項不飲酒則為遮戒，也就是說，殺生、偷盜、妄語、邪淫是從情而

發，是內在的，屬於性格上的，但是飲酒卻不是，它是由外在而來的。十善業中

依身、口、意三業分類，屬於口業的有四項，屬於身業和意業各三項。五戒前四

項性戒修行的目標若是為完滿人格，則應屬正善，其他屬於生活倫理軌範的部分

究其內涵為自我規範不自惱、不惱他，應屬於益善，就佛教而言，修行五戒十善

可得人天果報，其中十善業還可分為上、中、下三品，修持十善業的果報還可做

轉輪聖王142。因此，依佛日契嵩的理想，照此修持可是人天之中最殊勝的果報，

若以人道圓滿的世間性而言，可算是至善了。 

                                                 
140 出處、出版、經號同前。 
141 楊國榮，《道德形上學引論》第一章：善何以必要，出處同前。 
142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載：「修此十下品之十善，可為人中之王；中品十善為粟散王，即
小國之王；上品十善為鐵輪王，即轉輪聖王之一。據此意義而言，其王位稱為十善位，帝王稱為十

善君；於過去修十善戒，得此功德，故稱之為十善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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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終極目標而言，儒教與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儒教追求成己，一個能直接承

擔世間生命喜樂與苦難，並且道德完善的君子；而佛教所追求的卻是一個出世解

脫，煩惱寂滅的生命狀態，兩者所要成就之目標完全相異，但是契嵩卻從「善」

的範疇出發，試圖將佛教的戒與儒教的孝歸納出相同處而使其結合為一。《原教》

云：「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這意味著對契嵩而言，兩者在教化目的之

達成上是相同的。而這一番「同於為善也」不僅淡化了佛教出世解脫的色彩，而

且以佛教之世間性格重新為二教建立了新的溝通核心，旨在協調二教根本上之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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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王道與佛道合一的社會政治觀 

一、《皇極論》中王道與佛道合一的主張 

除了戒孝合一論的主張之外，佛日契嵩釋儒一貫思想在發展的另一個面向就

是，著《皇極論》表達出佛教對中國君主社會絕對忠誠的政治態度以及尊重儒家

的政治哲學思。他在《皇極論》中開宗明義的說：「天下同，之謂大公；天下中正，

之謂皇極143。」而且說：「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由於唐代李翱

《復性書》的出現，加上韓愈的古文運動，《尚書》成了唐中葉以後至北宋期間的

思想家推崇恢復華夏道統的重要典籍，而契嵩亦在《皇極論》中以對《尚書》之

思想之推崇來表達佛教對人主絕對忠誠的立場。《皇極論》云：「古之聖人推皇極

於人君，道理在於皇極乃治天下之道，是天下富強之道。」不但如此，契嵩更將

君主之道推向極致，而稱所謂「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 

首先，吾人要追問的是，一個學佛修道的高僧推崇的世間至道竟是君主之道？

契嵩寫《皇極論》的動機為何？他又將如何使佛道與王道融合？ 

他在《皇極論》描述所謂的王道，云：「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

道也。貫三才而一之。」144天道、地道、人道是儒教開展出的概念，而天道、地道、

人道三道運行正常與否和王道中正之興盛息息相關，順此觀點發展，契嵩在《皇

極論》中說： 

 

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霜雪雨不時……；人道不中正，則山岳丘

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

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145 

                                                 
143 「皇極」二字，源出《尚書‧洪範》皇指君王，極指法則，是周武王向箕子詢問治國大法的記
錄。在《尚書‧大傳》中「皇極」作「王極」，朱熹說：「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稱，標準之

名也。」尚書的原意為古代公文，而洪範，則謂之大法。 
144 收於《鐔津文集》，出版、經號同前。 
1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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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天道運行與人為道德結合，明顯地站在儒家天人合一的觀點。因為對於

儒家來說，只有人才能與天地並稱為三才。對此，《中庸》亦云：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

天地參矣。146 

 

就《中庸》言，世間真理就是至誠之道體，在至誠道體底下運行才能盡其性，

其順序乃要由人至物。這意味著，人與天地並行，人是天地間之樞紐。藉著道德

主體的實現，人與天地能彼此消解，不再是相互對立的。緊扣著這個道德主體的

概念，契嵩認為王道若要興盛，則要人去行使，只有人行使王道時，天下萬物方

能展現欣欣向榮之象。換句話說，人是道德主體的載體，透過人後天的努力，使

道德主體能回到天與人未分割的道體。道德，在形而上影響至深，形而下則是看

得見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因此契嵩所要推崇的是人的地位，王道之運行雖是

維持世間萬物正常運作的準則和依靠，可是人才是能成就一切最主要的主體。而

這個影響至深的人，在君主封建的社會中，就是君王，人君。他在人民眼中被視

為君父，是這個能完成道德大業的表徵，而他的一舉一動身繫人民禍福，假設皇

極論的讀者是當時的君王與儒臣，那麼他對人君的期待可以說是相當高的，甚至

可能期許他做一位能弘傳佛陀教誨而上行下化的轉輪聖王147，也可能只是退而求

其次，消弭封建制度下金字塔尖的權力頂端及高峰對佛教的顧慮，以及儒臣的反

面聲音。 

 

                                                 
146 屈萬里註譯，《中庸今註今譯》，台北市：商務印出版。 
147 在佛教傳統中，意義為旋轉輪寶之王。此王具足七寶、四德、統一須彌四洲，以正法御世，

其國土豐饒，人民和樂。轉輪聖王之說，盛行於於釋尊時代，諸經論多以此與釋尊比擬。《佛光大

辭典》，高雄縣：佛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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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道與王道合一的基礎：法 

立基於佛教內部觀點，萬法皆涵於法界的基本立場，契嵩認為王道被含容在

佛道之中。這個立場要從佛教中「法」的概念來理解。法，梵語音譯為達磨，泛

指世間一切軌則，甚至指涉為真理，修行的方法或義理，站在這個觀點，契嵩說

君王之道是「天地素有之理」。這意味著，皇道本來就存在於萬法之中，不會因為

外力介入，或外來因素干擾就消失無蹤。 

在世尊教義下，佛道的終極目標是求出世解脫的涅槃，可是早期世尊弘法時，

也曾為印度國王說法，說明如何以德治國。故《皇極論》云：「聖人者先吾人而得

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也就是說，儒佛二教在這個觀點上是一致

而沒有衝突的。契嵩接著推崇尚書洪範中的九疇，認為這是振興君主之道的方法，

以九疇治國，則能得到上古時代先民們所說的五福六極。他引用孟子的話「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來強化自己的論點，有為之人君必舉君王之道治國，故「不

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這意味著，人主可掌控一切，《皇極論》云： 

 

賞罰黜徙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罰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

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148 

 

而禮、樂、制度等儒教中的重要社會概念，對君王之道來說則是其容、其聲、

其器，是行君王之道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在此，君王之道成了無上的道，是道

德的形而上層次，是存在本身的實現與完善，對儒家來說是天（自然狀態），對佛

教來說是無上的法體，以人來說就是佛。此處，契嵩以道德銜接二者，從佛教的

角度看，他是將有福德福報的人君之位，提昇了層次。檢視契嵩所談的王道，其

具體內容雖仍沿用儒教道統內的說法與用詞，不過契嵩卻站在佛教的立場，巧妙

的以「法」的概念將其含攝進來，文章中鋪陳之理想社會，不僅想塑造君王之形

象應為賢君，更有影射君王為佛教轉輪聖王之意。

                                                 
148 同註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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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真情假的性情觀 

一、《原教》、《廣原教》中所闡述的性情觀 

（一）來自佛教根本立場的觀點 

關於在心性或性情這個命題上的討論，可以說是契嵩整個釋儒一貫之說最精

彩的地方。在釋儒一貫主張之力作《輔教編》上卷《原教》中開宗明義，云：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而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

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浮沉於生死者，情為其累也。149 

 

這一段話展現了契嵩來自佛教的根本立場，以及佛教相異於儒教的時間觀、

生命觀，以及對於人的存有問題之思考。 

對於佛教而言，看待時間與空間的展現是無始無終的，因此不去討論宇宙起

源與終點的問題，但是對於有情生命及山河大地等器世間之萬物，在時間流轉中

的現象卻有鮮明的描述和論點。首先，三世生命的時間概念，在佛教而言，是一

種假有，《大智度論》卷五十一‧含受品第二十三云： 

 

今佛廣演須菩提所讚，是云何不可得？所謂過去世過去世空，未來世未來世

空，現在世現在世空故不可得，等等者空。150 

 

「三世時間為假有」意味著，有情的生死流轉與萬物成住壞空的變動是一種

現象上的描述而不是定義。而這種現象上的變化，佛教稱為緣起法。表示現象界

的一切都是依他而起，相依相待而成。《雜阿含經》卷十二中云：「此有故彼有，

                                                 
149 收於《鐔津文集》，大正藏第 52冊，經號同前。 
150 大正藏第 25冊，NO.1509，般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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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故彼無。」而這一種相依相待的緣起法則如果放在有情生命的生死流轉的表

現上，其描述架構為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

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中阿含經》卷

十四‧因品第四《大因經》中，佛陀對阿難尊者在禪定時看到生命緣起流轉的過

程，而開示了十二因緣的緣起法則，並云：「緣愛故則有」。這意味著有情眾生的

存在，來自於對生命延續的投射和執著，所謂的執著是指，「執以為實」的存有概

念在有情生命的思考中，是牢不可破的力量，它變成了一股驅動力，讓生命被役

使。人是有情眾生之一，自然也在這個現象法則內，從這個對存有方式在認知上

的不同點出發，契嵩所開展出的性情論其實是與儒教大異其趣。 

關於十二因緣，代表原始佛教經典的四部阿含，都不約而同地記載了釋尊因

為禪定中習順逆觀十二因緣而証悟，而勘破生命存在為苦的實相。本緣部《佛本

行集經‧梵天勸請品》中云：「十二因緣，有處相生，此之處所，一切眾生，不能

睹見，唯佛能知。」151 

別譯雜阿含卷九第二十四經記載道，釋尊為弟子開示時提到有一商人為佛弟

子，遇到劫賊，天神想幫忙，卻有條件，就是希望能得到佛陀解脫生命之苦的教

法，這位優婆塞因為堅信佛法僧、四聖諦，得第一無間等果，當夜於後夜時端坐

思惟，繫念在前，於十二因緣逆順觀察，而得：「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

是事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

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

集；如是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

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

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152 

類似這樣對十二因緣的講解，在四阿含中皆有記載。又例如在《中阿含‧嗏

帝經》中，嗏帝比丘因為執著此識往生，而且認為此識流轉輪迴，但是自身卻仍

                                                 
151 大正藏第 3冊，NO.190。 
152 大正藏第 2冊，No 10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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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持同一性，因此釋尊為嗏帝比丘解釋順觀十二因緣如何生，逆觀十二因緣如

何滅，並開示道：「有緣則生，無緣則滅。嗏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 

在經典中亦可見十二因緣作為佛教核心教法之重要性，如《增一阿含》經載：

「佛初成佛道思惟十二因緣，降伏魔眷屬，以除無明而得慧明，諸闇永除，無復

塵垢。」153 

上述文獻，看出佛教對有情生命生死流轉的現象有一套解析的架構，而這個

架構的出現是奠基於修行實作的經驗，以自身生命為主要觀察對象。不管是生命

的生、老、病、死還是意識流的生滅變化造作或執取，所有的觀察都來自於真實

的生命經驗，這種觀察是對生命的所有現象進行描述，而不是斷章取義的下定義。 

對照契嵩在《輔教編‧原教》云：「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

所以來也。」154《輔教編‧勸書》又云：「佛迺窮深極微，以究死生之變，以通乎

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155 

筆者發現契嵩用中國的語言講印度佛教經典中所傳授的道理，此處更加可以

確定，契嵩表達性情論的根本立場的確來自佛教的觀點。 

反觀儒教，從其核心論述「仁」的思想，強調於成人與成己的關係，著力於

道德的成就而回歸到天性本然的狀態，兩相對照之下顯然是大異其趣。 

為了瞭解契嵩所鋪陳的性情論之內涵，筆者將以《輔教編》中的《原教》、《廣

原教》、《中庸解》等幾篇所提到關於性情的論點來歸納出契嵩的性情觀。 

 

（二）性與情的定義 

關於性情論這個命題的討論，佛日契嵩在《原教》中云：「情也者，發於性。」

何謂情？契嵩定義云：「情也者，有之初也。」156而「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

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這就意味著「情」是驅動生命的力量，驅使生命延

                                                 
153 大正藏第 2冊，NO.125。 
154 大正藏第 52冊，出處、出版、經號同前。 
155 同上。 
156 《廣原教》，收於《鐔津文集》卷第二，大正藏 52冊，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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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從這股力量延伸出感官上的貪欲，造成了今日器世間裡有情生命的生死現象。

因此，契嵩說「人之惑於情，久矣」157，也就是說這是人迷惑、煩惱、受苦的原

因，而這是根植於見解上的，這股驅使生命的力量，以及這「惑於情」的狀態也

不是人可以作主掌控的。因此，情欲、情感，在佛教的看法裡為根本無明煩惱，

也是有情眾生流轉生死的主要原因，而情從性來，表示它的存在先於一切經驗。 

何謂「性」呢？《廣原教》云：「性也者，無之至也。」158契嵩進一步說：「至

無則未始無，出乎生而入乎死而非死非生。」159 

這包含了一種基本假設，契嵩以道家的無預設了現象界背後的本體，做為詮

釋「存在」、「存有」背後之最高層次的本體，指涉所謂的「性」，就存在或存有而

言是一種最高真理。對於生命的存有狀態的本體與那股看不到的驅役生命的力量

之間的關係，契嵩進一步描述說「情出乎性，性隱乎情」160，而且「性隱，則至

實之道息矣！」161在此，契嵩所要鋪陳的是，人對真實的存有狀態並不清楚，而

且是被遮蔽住的。這裡指涉出契嵩的觀點，人對現象界具變化性的存有狀態執以

為真，而這個認知的關鍵在於心識。《廣原教》云：「情也者，為偽為識」，同時他

更開宗明義地闡述：「惟心之謂道，闡道謂之教。」162一切從心開始。 

《廣原教》云：「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

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

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於變；萬物起於至復於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

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163 

這一段話，清楚的描述了契嵩在這個命題上的哲學立場。首先，他認為透過

心意識的認知造作，吾人可以認識或經驗到至高的真理；其二，對於萬物存有的

狀態，清楚地界定為情與性，以描述現象和本體。 

                                                 
157 《原教》，出版同前。 
158 出版同上 
159 同上 
160 《廣原教》，出版同前。 
161  同上。 
162  同上。 
16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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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個認知的立場，佛日契嵩在《廣原教》說：「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

惑正於性。」也就是說，世間一切緣起的變化中，有一股驅動生命之流的力量存

在，而不被驅役的關鍵則在於能不能認識到真理的層面，這個認知的樞紐便是心，

通過修持可以達到心的開啟，可以超凡入聖，通現象界與本體界，通達凡聖二途，

因此修行的基礎就要在這上面下功夫。契嵩進一步地指出：「心動曰業」164，清楚

揭示了他論述的立場和態度是來自於佛教對有情生命以十二因緣為生死流轉的架

構，以及中國禪宗傳承如來藏真藏唯心系思想165，而牽動有情生死流轉的那股驅

動力與作用力便稱為業。業對人的生命有何影響？契嵩於《廣原教》表達他的看

法： 

 

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

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166 

 

業力的作用看不到、摸不到，雖然感受得到，但是一般凡夫多為不察，所以

才「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而心念一動則全體即作用，是謂「內

感為召，外感為應」，故「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皆預也」。這表示世間

善惡的形成，道德價值的判斷全決定在人的心念上，起心動念的內容決定了行為，

而外在的互動關係與此亦緊緊相連，所以因果業報也就可以預期而知。在此，契

嵩引用了佛教的善惡因果觀念，去描述從心念生起到行為發生以及行為產生之後

                                                 
164  同上。 
165 契嵩為雲門宗人，其禪學思想可參照《壇經贊》。在《壇經贊》中，契嵩肯定南宗禪馬祖道

一即心即佛的思想。中國禪宗主要思想傳承來自於如來藏思想，其主張如來清淨真如本性覆藏於煩

惱中，但是卻不受煩惱所染污。《勝鬘經》云：「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而中國禪宗自

達磨祖師傳入中土以降，主要傳授的經典即為如來藏系統的《楞伽經》，直至六祖惠能開始，禪學

思想開始方有中國化的傾向，一直到馬祖道一即心即佛的命題出現，中國禪學始定調為自然適意的

風格，基本上，無論北宗禪還是南宗禪的發展，若就禪學思想整體發展而言，其大走向是由楞伽而

般若。葛兆光著，《中國禪思想史─從 6世紀到 9世紀》，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一
版。 

166 《鐔津文集》，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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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故云：「夫心動有順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

焉。」167，因此「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168 

從契嵩引用的因果論看來，他是受到屬於自廬山慧遠以降，以印度佛教業感

緣起思想為主幹，再混合了中國傳統天報觀念的因果報應論的影響。就佛教歷史

學者黃啟江的觀察，因果論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中有兩支，一是以業感緣起的思想

為中心，強調意念、態度對行為的影響力，混合中國傳統天報的觀念而成為一種

因果報應觀，此類思想以廬山慧遠為代表。慧遠認為，心是受報之源，也是果報

形成之因169。他在《三報論》一文中表達，心為受報的主體170，而「心無定司，

感事而應，應有遲速。」在《遠法師明報應論》中他說：「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

罪福為影響。」171這無疑是以道德行為作為一種因果的判斷標準，而黃啟江教授

認為，這就是一種以道德觀為基礎的因果論172。 

第二種則是法藏賢首的四種緣起觀，即業感緣起、賴耶緣起、真如緣起、法

界緣起。法藏所整理的四種緣起論，使得佛教的因果論體系看起來完備，從人與

有情生命的生死輪轉，到識的生滅現象（意念的生成、現行與轉變）、本體世界與

現象界的互動關係，以及現象與現象之間的因果交互作用關係等等一一整理，法

藏的四種緣起，使得佛教因果理論的體系顯得豐富，因為比起「業感緣起」單單

這一種把因果關係的討論，只專注在有情生命之生死流轉上，它顯得擴大了許多，

可惜的是，這一個因果理論的體系並沒有成為一般佛教徒的因果觀念，它的流傳

僅只於佛教與儒家的菁英知識份子之間。 

                                                 
167 《廣原教》，出版同前。 
168 同上。 
169 黃啟江著，《因果、淨土與往生─透視中國佛教史上的幾個面相》，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2004年初版，第一章：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 
170 慧遠大師在《三報論》中引用佛經云：「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

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

必由於心。」這是純粹從受業報的角度來看受報的主體，肉體會毀壞，而受報者誰？部派佛教時期

對此命題的討論很多，特別是針對輪迴的主體而有諸多討論。在佛教傳入中國後於六朝更有神滅不

滅論的出現，討論形神的問題，其中廬山慧遠在這場論爭中就主張神不滅。 
171 《弘明集》，大正藏第 52冊，NO.2102。 
172 同註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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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在中國佛教體系中的因果論，以第一種因果論廣為中國佛教的信徒

所接受，這一種觀點從廬山慧遠以降，透過文人儒士以小說或文學作品宣揚之後

更為社會民眾所認知與接納173，而從佛日契嵩的行文看來，更加印證這一個觀點。 

植基於道德觀之因果論，契嵩在另一篇文章《中庸解》中云：「人失於中，性

接於物，而喜怒哀樂愛惡生焉，嗜欲發焉。」174這個「中」顯然是一個判斷標準，

如何能保持「中」？這就成了道德修養上的問題，意味著必須藉由外在修持來達

到規範身心與涵養性情的目的，佛教的性情論和儒教有何不同？在達成德性目的

的方法上有無異同？接下來檢視一下佛日契嵩在《中庸解》對性情的描述，對照

《原教》、《廣原教》以及一般儒教的觀點。 

 

二、《中庸解》中對性情的詮釋與看法 

（一）契嵩詮釋《中庸》思想的基本態度 

如果說《原教》與《廣原教》是站在佛教作為一個宗教傳統的觀點去定義性

情的問題，那麼《中庸解》就是從佛教的觀點出發，去詮釋或理解《中庸》思想

裡儒教對性情問題的看法。為什麼要談中庸之道呢？契嵩在《萬言書上仁宗皇帝》

中表達了立場，他認為儒經與佛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數端涵而蘊之，若待佛教

而發明之」，不過經典中之密意深遠，後代儒學者的注釋與了解多半「牽於教」，

因此不能遠見孔夫子之奧旨，其中「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今試較之

亦幸。」他舉例而言，《中庸》思想中所談之至誠，其實「未始盡所以誠也」，但

是佛教的法界觀，可以彌補這個缺撼，將儒教之至誠推演至極致。175 

此處，契嵩強烈表示了自己對於想要調合二教的企圖，以佛教的優點彌補儒

教的缺憾，而且是有可為的判教之架構。 

                                                 
173 此一觀點的發展與考證，可參見黃啟江著之《因果、淨土與往生─透視中國佛教史上的幾

個面相》，第一章：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的結論部分。 
174 《中庸解》，出版同前。 
175 《萬言書上仁宗皇帝》云：「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

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

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大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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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庸解》中對中庸的定義與闡釋 

何謂中庸？契嵩云：「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176而且儒教所

講之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八者，「全一於中庸」。這意味著，人必需

經過後天的倫理綱常與紀律來約束性情，甚至修養性情，才能保持著「中」。因此，

《中庸解》云：「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且「與諸禮經不亦異乎」，意味

著其重要性不亞於談論禮樂制度的禮記等諸典籍，正因為中庸可以正性命，故云： 

 

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為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

懼愛惡嗜欲也，為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177 

 

為的是「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這就意味著，必須藉著修養、

修練的功夫達到不踰其節不失其教。站在這個觀點，契嵩引論出對中庸的定位，《中

庸解》云：「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這表示，契嵩把中庸之道的位置定位在人。

對於它的重要性，契嵩的描述如下： 

 

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

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為也！178 

 

契嵩將儒教中庸之道的價值看得十分崇高，「是故君子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

後舉也。」究其原因，他說：「節也者，制於情也。」179基本上，佛日契嵩是站在

對治的觀點，來看如何將中庸之道持之於人。佛日契嵩從修養、修性與修道的角

度來推崇儒教的中庸之道，而他對中庸之道的認同與推崇，頗有將儒教中庸之道

                                                 
176 《中庸解》，出版同前。 
177 同上。 
178 同上。 
17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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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教的中道思想合而為一的意蘊。透過他在《中庸解》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窺

視以及推論他的想法，他在《中庸解》中云： 

 

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

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180 

 

這意味著，人必須透過外在的修養功夫規範身心，通過修持的行為來把持自

己的心性和性情或加以導正。在精神上，保持中庸之道是道德修養與性靈提昇的

功夫，《中庸解》：「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意即，修養身心

保持清淨平和，是作為一個人重要的功課。 

中道，梵語作 madhyamā-pratipad，巴利語作 majjhima-patipadā，是佛教的根

本思想之一，傳統印度佛教對中道的解釋依時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其基

本之定義為離開二邊之極端、邪執，而不偏於一方的中正之道。在原始佛教阿含

經中指的是八正道，部派時期則明確指稱要離斷、常二見，而大乘中觀派則解釋

以般若波羅蜜為根本立場，以遠離一切執著、分別而無所得者為中道。181就上述

來看契嵩所言，似乎是以佛教中道的精神去詮釋中國儒教所關注的性與命之問題。 

何謂中庸之道呢？契嵩引用《中庸》而定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為中和也。」182 

契嵩以「中庸之於洪範，相為表裡也」為喻，說明精神體與外在形體的關係，

謂人若無心則「曷以形生哉」！站在這個立場，他批評來自鄭氏「天命，謂天所

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183之說，引論出自己獨特的性命觀。 

 

                                                 
180 同前。 
181 見《佛光大辭典》電子版第三版。 
182 同註 180。 
183 契嵩批評鄭氏「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的觀點，並質疑

其「天命生人，行從所感而生」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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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性情的詮釋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意即由個體承受天命而成其性，這其中有個之

差別亦有天命的普遍性。儒教的看法是，性乃從天命而來。184而契嵩的詮釋是： 

 

天命，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也。性乃

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從之

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成禮

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

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能為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185 

 

兩種觀點對照下，顯現出佛日契嵩並不同意性命的「性」由上天所生。在《萬

言書上仁宗皇帝》中佛日契嵩闡述對中庸的理解時也提到過相同概念。《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云：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

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

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

乎？中庸雖尊其所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

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186 

 

上述兩段文獻中，清楚地表達了佛日契嵩的態度，他認為儒教在《中庸》闡

述之宇宙觀，雖然看到了宇宙天地之形成，並且尊重天地萬物，但是人性中之情

感卻是一種有情生命在存有上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透過教化、修持，情感、情欲

                                                 
184 蔡仁厚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初版，第一卷第八章：中

庸易傳的形上思想，頁 58。 
185 《中庸解》，出版同前。 
186  《鐔津文集》，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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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導向正面的，這就預設了「情」的問題有正負兩個面向。那麼因「教」可致

中和，可以達道，與天地並稱，表示經過訓練，藉著外在之道德倫理規範，「情」

所導致的問題可以獲得平衡狀態，人與天地是平等並稱的。再者，性靈先於經驗

存在，而情欲187由人的天性而來，所以其存在也是先於經驗的。 

 

1、善惡為情說 

由於基本立場不同，佛日契嵩反對韓愈性情論中所主張的性有上下分別之

說，所謂「上焉者善焉而已，下焉者惡焉而已」，他認為這是對後世儒學者對孔子

之學的誤解，他說：「仲尼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與不才，其非分

定矣。才而明者，其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為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188 

也就是說，在契嵩眼中人性不分賢愚生而平等，因此他對孔子之學的解讀與

其他儒學者相異。帶著佛教「眾生平等，皆可成佛」的觀點，他引述孔子的話佐

證自己的解讀：「性相近，習相遠」並且批評韓愈「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

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豈誠然耶？」189站在這個觀點，他進一步結

論：「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

惡之形見於動者也」190 

所以，他反對孟子所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191他說：「孟

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所不同也。」192雙方岐異點就在於「吾之所言者，性也，

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孰不異乎？性，孰不同乎？」193 

                                                 
187 情，指情感、情欲，在佛教裡情感的精神活動接近於「受」，受是指六根接觸外境而產生的

種種心理反應，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而情欲有所謂七情六欲，七情，指一般人所具有之七

種感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六欲，據《大智度論》卷二記載，指凡夫對異性具有六種

欲望，即：色欲、形貌欲、威儀欲、言語音聲欲、細滑欲、人相欲；或指眼、耳、鼻、舌、身、意

等六欲。見《佛光大辭典》，出版同前。 
188 《中庸解》，收於《鐔津文集》，出版同前。 
189 同上。 
190 同上。 
191 同上。 
192 同上。 
19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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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文獻的對話裡，可以看到兩者對性情論的看法在視野上的不同。佛日

契嵩認為，善與惡不是人的本性問題，而是現象界外在形成的價值判斷，並非本

體界的性質問題，情是一種驅動力，站在佛教的觀點被視為是習氣和業力，人的

善惡形成全來自於此。契嵩的立論背景來自於佛教觀點，以此批判韓愈所呈顯的

儒教觀點，即以善惡之分來定人性之說194。 

 

2、存有層次的差別相 

根據上述立場，筆者假設佛日契嵩的觀點完全來自於佛教，那麼有情眾生在

現象界的存有上也將具有存有層次的差別相，若以《中庸解》的一段描述來進行

推論，將對契嵩的性情論得到更具體的輪廓。《中庸解》云： 

 

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眾人所以無眾人者，眾人靈而不明也，

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

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195 

 

這意味著，存在於現象界的有情眾生，有存在層次上的差別，也就是精神層

面的存有狀況是不一樣的。這裡提出從畜生、一般人、賢人、聖人共四個層次由

凡至聖的存有狀態，從性而不別、靈而不明、明而未誠到誠且明者，表達出精神

與心靈上靈明程度的差別，而這精神層次的分別並未提及存在本質上的有任何相

異，這意味著就存在本身而言，四個層次的存有在本質上是沒有分別的，所謂的

沒有分別指的是平等。《原教》云：「性相同也，情相異也」，聖人與眾生皆為有情，

其差別在於對於生命本能之欲望，以及那股驅動生命的無形力量的修持，契嵩說

以佛教而言，佛陀身為覺者，但並非絕情，是「行情而不情耳」。此處所言之「不

情」，已然具有濃厚之修練功夫的意味，是故《廣原教‧勸書》曰： 

                                                 
194 韓愈主張性三品說，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韓  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

台北市：世界書局，1992。 
195 同註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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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群靈所以

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覺之之謂佛。

196 

 

此處所謂之「覺」，是一種覺醒的功夫，需要反覆練習，「明」則是指對世間

真理之了悟，以及對俗世之間的種種現象能否看透，在佛教來說這是覺醒狀態，

就哲學而言則是精神層次存有的差別相，這個終極目標若用契嵩的話便是極覺，

用儒教的語言是成己，用佛教的語言來說便是成佛。

                                                 
196 出版、經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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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契嵩的宗教實踐與修養功夫 

第一節  契嵩視野中的佛教社會功能 

一、持戒行善為建造理想社會之工具 

（一）打造無刑罰之社會 

在佛日契嵩的思考中佛教的戒與儒教的孝可以合而為一，儒教的王道思想與

佛道可以合流，性情修養的課題可以從佛教的修持觀、生命觀得到闡釋，就表示

契嵩對佛教的社會功能有所個人期望。 

從性情論出發，契嵩依佛教就情而制的觀點提出五乘的概念，分別為人、天、

聲聞、緣覺、菩薩197，陳述了從聖道到世俗之士農工商，乃至生活百工之鄙事等

皆可依所需之法而有所修持。人乘，是契嵩主要陳述的對象，乃憑藉著持守五戒

廣修十善即可修養性情，就佛教的修持觀點，修持五戒可以來世再為人的資糧，

廣修十善可以生天；就社會功能而言，在每一個人都能達到善的狀態下，「人人皆

善而世不治未有也」198。他以此進一步描繪持人人持戒的理想狀態，說道： 

 

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

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199 

 

契嵩的看法是，只要積極持戒，就能使每個人都自我規範，因為戒法本身的

行為就是善的、好的，所以每個人都持戒，實行高度的自我管理，社會將因善行

之普遍而無惡法之存在，故社會就無需刑罰存在之必要。這個看法，剛好與儒教

相左。 

                                                 
197 《原教》，出版同前。 
198 同上。 
1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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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五戒十善維持社會綱常 

契嵩認為五戒十善的方法可以使天下太平，讓社會因持戒之善行而免於刑罰的

存在。這是純粹以佛教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信徒與出家弟子修行的方法和觀念，為

了能讓社會大眾能接受這一套價值觀，他以為雖然表面上是用佛教的方法來治理

天下，但是從儒教來看即是五常仁義之涵與效能。如何證明五戒十善與五常仁義

是一樣的呢？《原教》云： 

 

若嚮往之所謂五戒十善者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

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    天子之宮抴，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

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

辱，不恚不訾，不嫉不爭，不癡不眛，有一于此足以誠其身而加於人，況五

戒十善之全也！200 

 

環視五戒十善之內涵，其基本精神在於不侵犯，屬於止持面的修行，並沒有

特別積極的行善行為，可是在契嵩的思考視野裡，止持面的修行仍能妥善照顧到

儒教所強調之社會倫理與群體關係。比如子女會孝順父母，兄弟之間將恭敬友愛，

促進夫妻關係和諧，朋友之間亦以善相待，更重要的是為人臣者必忠其君。 

這個立論意味著，五戒十善的社會功能不僅能夠穩定國家社會，維護君主的

地位在宗法制度下的不可動搖，而且還能夠取代儒教價值體系中的三綱五常。 

 

二、精神層面的教化作用與機制 

戒條、戒法是外在行為規則，其設立之用意是由外而內來軌範身、口、意三

業的造作。佛教講求自發性的受持戒律，因此戒的外相乃是行為準則，但是究其

內涵實為人生價值判斷的養成，足以影響人一生的想法和價值觀。 
                                                 

200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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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勸書》曰：「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

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201很顯然，契嵩的立

場從教化人心出發，欲藉由五戒十善的推行以達到推廣佛教教義體系中之倫理

觀，希望佛教能深入中國社會，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一部分。 

要感人心，就要從心的問題下手，佛法講求對治，故契嵩從佛教中提出布施、

尊僧、住持等三項，分別敘述人應從修福德、尊重聖賢、護法等三個方向開始著

手淨化心靈。行善布施是基礎善行，乃釋尊為了讓人修福報而設教，真正的福在

於心念是否良善，所謂「善心感之為福，不善心感之為極。」202沒有心存善念，

那麼所為之善行只是軌則而已，並不能獲得真正的福德和福報。不過，真正的善

行實踐需要人指導，因此尊重聖賢就顯得非常重要，契嵩所推崇的聖人正是佛教

的出家僧侶，對於出家的佛教僧侶其值得人天敬仰之處的描述如下，《廣原教‧勸

書》載： 

 

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缽而不為貪，其無爭也，

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物相待，以至慈修已，故其

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

讓也誠。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203 

 

但是，聖賢僧人及其所說之法需要人護持，使其永住世間，永保世間祥和太

平，充滿善美。正是：「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

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

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204 

                                                 
201 同前 
202 《廣原教‧勸書》，收於《輔教編》卷第二，出版同前。 
203 同上 
20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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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輕易地帶進佛教中之佛、法、僧的觀念，並且把修行人天福報的善行，

比如布施、護僧等概念帶進善的範疇。為了讓人能信受，契嵩結論：「古之有聖人

焉，曰儒、曰佛、曰百家，心則一，其跡則異。」205 

換句話說，契嵩認為，佛教的義理與價值觀其實和中國社會中諸子百家所論

之聖賢至聖之道並無相異。布施、尊僧、住持等三項，在契嵩的論述下成了教化

人心的重要循環機制，主要目的在於鞏固行善的基礎，確保佛教的宗教功能和社

會實踐成效。

                                                 
20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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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佛教的修持功夫 

一、五乘教法分類的觀點 

北宋初期，三教思想發展延續自中唐以來的辯證206，若以修養身心的角度檢

視，以儒教而言，《大學》、《中庸》有所謂的修養工夫或心性之學，而佛教則是從

在家到出家，四眾弟子皆有一套完整的修行方法。 

在家男女二眾（優婆塞、優婆夷）發心歸依三寶後，可以進一步求受五戒、

菩薩戒，出家男女四眾（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若加上式叉摩那女則為

五眾）從圓頂後成為行者，尚不足以被承認為真正的出家僧人，必須登壇求受沙

彌、沙彌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以及出家菩薩戒207，完成三壇大戒後方被認可。

除了求受戒法外，六度波羅蜜及十善為大乘佛教共法，不分男女及出家在家皆須

行持。所有修持法門的發展與施設，都秉持釋尊的教化原則─「因病與藥」，故契

嵩云：「就情而制」。這意味著必須將有情眾生分類，依程度和煩惱的不同學習不

同的方法對治。《原教》曰： 

 

茍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其情習有薄者焉、

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208 

 

五乘的分法即以三乘，聲聞、緣覺、菩薩再加攝人天二乘是為五乘。為何要

加攝人天？《問戒疏》云：「為道制戒本非世福。但據三乘。今云五乘者。答彼則

專窮聖意用顯教源。此明通被兩機以彰利普。」209 

                                                 
206 張躍著，《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第四章：三教關係的辯證，台北市：文津出版社。 
207 佛教依流傳區域分為南北傳佛教，戒法傳授上亦略有不同，此處以東亞地區北傳大乘漢傳

佛教為主。 
208 出版、經號同前。 
209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一，大正藏第 40冊，NO.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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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乘由聖至凡即是菩薩、緣覺、聲聞、天、人等乘，前三者為聖人境界，凡

夫不可得知，亦無法度量，天、人煩惱未斷，乃謂之「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

其中人乘為釋尊說法教化的主要對象，其中的戒法、六度、十善便是對治人欲。 

釋尊所教的每一項修行法門，都有主要對治的問題，這意味著釋尊的每一種

教法，都有其教學設定之主要達成的目的與對象。五乘教法的提出，說明了釋尊

將教化的對象依「情習之不同」分類，依修學佛法的程度和根性，即性格特質分

類教化，從儒教的眼光看，即是在德性修養上分類教化。換句話說，五戒十善並

不只是具備善行的意義，而是一種具有涵養德性的方法，接近於宋明理學所言之

修養功夫。 

 

二、五戒十善的修持方法與內涵 

契嵩一直從佛教內部觀點提出，並且大力宣導與儒教五常相比。五戒是所有

出家在家戒法的基礎，十善則是從五戒延伸而出的善行，前面已討論過五戒十善

在佛教裡的重要性與持戒功德，在此不再贅言，此處筆者想討論的是，契嵩提到

五戒十善其具體修持方法與內涵。《原教》中對五戒十善的描述如下： 

 

一曰不殺生，當愛生不可以己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

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

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修其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

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

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之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

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妒忌，九曰不恚，謂不以

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眛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

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

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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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盜、淫、妄，是戒法中的性戒，最後一項不飲酒，酒的本身並無好壞，

但是飲酒會麻痺人之心神引發惡業，是故為遮戒；而十善中後六項主要加強口業

的持守，以及在瞋恨、嫉妒等惡念上的把持，其修持目的在於言語與寬容的心胸，

可以說是個人人格的修養功課以及群體關係的觀照。 

綜合上述，可見得在契嵩心中，五戒十善是一個使人修養品德提昇德性心內

涵的方法，一個人若修持五戒十善，並將之奉為圭臬，那麼即使沒有人天福報，

在人間社會卻也能成就基本的獨善其身，如果能成就獨善其身，每一個小小的個

體善，就會成就兼善天下的局面，與此同時也達成了儒教成人與成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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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  結 

五戒十善本來只是屬於佛教傳統內部的修持方式，但是佛日契嵩卻將之與五

常仁義相比擬，在兩相對照之下，使得五戒十善的意義出現了另一種詮釋風貌與

價值演繹。 

首先，就宗教傳統對社會的實踐面而言，它成了可以維持社會綱常紀律的準

繩；再者，從儒教修養德性、心性的角度看，它就不僅是佛教所謂的修持方法，

而可以成為日常生活中一種修養人格的功夫，照契嵩的推設，可以達到《大學》

中所言之「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的理想境界。 

不過，從儒教的角度而言，沒有形罰的社會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據余英

時的觀察，儒學在漢初被漢武帝獨尊儒術之時就已經出現了「法家化」的政治現

象。210不僅嚴密控制思想，以春秋為大一統，更以三綱之說立下尊君卑臣的典範，

不但明確訂立法律控制吾人外在行動，更同時以「經義斷獄」211誅異己之心。 

從宗教對社會的教化功能面來觀察，契嵩此舉無庸置疑是推動宗教本土化的

具體行為，使佛教能融入當地的社會價值系統之中，期盼在價值層面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但是站在文化思想的脈絡上來看，這就牽涉到詮釋與轉化的問題，因此

在下一章中，本文之論述將進入另一個層次，試圖抽絲剝繭地了解契嵩文本裡其

視野之理解以及理解的處境，而其與儒教思想對話的過程之中，創造了哪些意義，

對儒釋思想交涉或會通帶來什麼樣的新視野。 

                                                 
210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收入於《歷

史與思想》一書，台北市：聯經出版，1976年 9月初版，2003年初版。 
211 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斷獄》，又叫《春秋決事比》，將《春秋》比擬為一部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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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契嵩文本中的儒釋對話關係與創造性意義 

第一節  佛日契嵩的理解與回應 

經過先前對契嵩文本內的耙疏與論述後，筆者注意到在文本中契嵩呈顯出儒

釋雙方思想的相異點，並且處理了不少在兩者之間相異的價值與觀念。依照高達

美對文本詮釋所提供的思考架構，筆者必須處理相異的兩個文化體系中對話的過

程和內涵，以及在對話辯證的動態過程中又創造出哪些意義。 

本章筆者要試圖論述出的是對話過程中，契嵩自己的理解、詮釋的態度、立

場和觀點，以及契嵩當時所處之時代思潮與氛圍。 

回顧佛教傳入中土後的歷史，自東漢經魏晉南北朝的格義到唐中葉對儒教造

成重大挑戰和刺激，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經過一千年左右的時間，彼此之間可

以說是不斷地尋找可以溝通的管道，在碰撞中創造出溝通的詞彙，依高達美而言，

對話成立的前提，除了共通的詞彙外，其首要則在於雙方皆在同一個談話主題上。 

在佛日契嵩的文本中，可以明白地知道契嵩當時所面對的儒教之論敵與社會

處境，這可以從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所作之《行業記》略窺一二。 

據載，佛日契嵩當時的論敵為跟隋唐中葉以來的古文運動，以及主張排佛的

儒教知識份子。212《輔教編》的完成，就是明確為了回應儒教排佛勢力所作。 

 

一、對排佛之士儒的回應 

北宋初年仍延續唐中葉以來的古文運動，而古文運動首推韓愈等人。韓愈排

佛而著《原道》，其動機肇因於當時儒教勢力漸微，而佛道兩家則與之並起，為了

                                                 
212 契嵩於《上曾參政書》云：「今論者以文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

遠體，不見佛教所以然故！」，見《鐔津文集》，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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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遂著《原道》表明儒教乃華夏文化思想之本，能含括當時思想領域上

的勁敵佛老兩家。《原道》說的完成，顯示出韓愈獨尊儒教而排斥佛老的根本立場。 

所謂原也，本也，以曉世人聖人之道為常道，佛老之說為怪。韓愈在《原道》

中將儒教核心要義仁與義視為定名，而將道與德視為虛位，批評了來自佛老兩教

在思想上對道與德的見解和發展，並謂：「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213扣緊視為定名的仁與義，守住了儒教

不共其他兩家思想的根本立場，故云：「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

214 

韓愈將道與德看作虛位的意思是，佛老兩教都可以各自就自身傳統內之思想

領域對道與德的看法，但是無論發展的內容是什麼，或者怎麼發展與中國文化價

值連結，都不是儒教正統之道。正是「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215 

因此，韓愈將道與德的內涵開放，並不是接納異己，而是表達以儒家為正統

而排斥佛老之說的嚴正立場。除此之外，他又以「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216等強烈的道統傳承觀念去強調儒教為華夏文化的正統性，間接提供了大眾判斷

儒釋道三教之間，何者為正統的標準。這個判斷標準，隱含著中國社會體制的基

石─宗法制。 

另外，在性情問題的看法上，韓愈認為：「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

於物而生也。」217 

在人性本質上的看法，韓愈和佛日契嵩的哲學立場是接近的，但是對「情」

的看法卻相左，而且大異其趣。韓愈認為，「情接於物而生」，是受感官刺激而觸

發的，與前一節所述及之契嵩的基本觀點不同。契嵩的看法隱含佛教對生命的根

                                                 
213《原道》，韓昌黎文集第一卷，出版同前。 
214 同上。 
215 同上。 
216 同上。 
217《原性》，韓昌黎文集第一卷，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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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觀點，以及從佛教對生命流轉的角度去詮釋「情」的內涵，「情」，指的不單是

人之七情六欲，還包含了生命延續之流，然而韓愈的「情」則純粹指的是感官欲

望接觸受刺激後所產生的衝動。 

對於韓愈的批評和見解，佛日契嵩專著《非韓》三卷，分上、中、下三卷共

三十篇，批評韓子之議論「拘且淺」，且針對其「道與德為虛位」之言，曰：「道

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218 

此外，在《勸書第一》中契嵩主要回應的是李翱的復性說，說是李氏之復性

說是借自佛教，佛日契嵩云：「謂李習之嘗聞法與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

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異耳。」219 

次則說韓愈早先大力著書立論排佛，但是「至其道本，韓亦頗推之」220，更

言褒貶、是非不定皆在人心，後世可以不必再追隨韓子之言了。 

 

二、創造戒孝合一之倫理新觀念 

在倫理道德上，佛日契嵩將五戒與中國的孝道結合，主張戒孝合一，主要目

的是為了回應中國社會的宗法制，因為這個體制中的核心觀念之一正是孝道。 

契嵩將佛教的戒與儒教的孝融合在一起講，將戒的核心思想詮釋為孝，其思

想進路形成的原因和心態是什麼呢？從契嵩受教育的背景過程來看，他曾接受過

儒典教育，也有良好的儒典基礎，在《行業記》中載，與其往來者皆為士大夫，

因此契嵩應用非常了解儒教之價值體系與佛教相衝突亦無法相容之點。特別是中

國宗法制度社會下的核心精神─以「孝道」和「三綱五常」作為維持社會倫理秩

序的基石，必須是優先順位處理的問題。 

基本上，佛教的修行體系，從在家到出家皆有一套完整的修行進階概念，在

修行方法的實作上以持守戒律為核心觀念。佛教之修行體系所表達出的價值觀，

與中國儒家社會的家天下制度之核心價值有著根本上的衝突，不過這是理解上的

                                                 
218 《鐔津文集》，出版、經號同前。 
219 見《原教》，出版、經號同前。 
220《原教》中，契嵩以其著〈送高閑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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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同立場造成的見解歧異，最明顯的就是出家修行的觀念，它衝撞了儒教

以家庭為社會中心和基礎的倫理綱常，所以佛教自印度傳入以來一直受到中國知

識份子猛烈的抨擊。歐陽修曾著說立論大肆批評佛教壞了中國社會的宗法制度與

綱常，並云：「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吾將有說以排之！」221 

歐陽修是宋朝大儒，其反彈態度的強烈可見一般。事實上，中國社會裡儒教知

識份子的排佛心態和現象一直是存在的，從唐朝中葉一直到北宋年間，沒有間斷

過，從契嵩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一點端倪。「當是時天下崇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

尊孔子。」222北宋這種局面的形成，有必要從歷史的脈絡上說明其前後因果關係。 

唐朝前期，儒釋道三教的關係以及佛老兩教的發展，基本上都還在王權與當

朝儒教知識份子的掌握中，可是唐中葉以後，政治力量衰頹，三教的權力結構在

張力上產生變化。韓愈在《原道》中云：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

仁義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223 

 

韓愈的文章中透露出，對於儒教在佛老兩者間中尊地位已不保而感到危機，

同時對於儒教優勢日漸失控的現象不滿、不安。這種狀況透露了一種崩解的傾向，

儒教與政治制度結合的關係以及其力量將走向另一種轉變。有學者認為當時的儒

家知識份子看到的轉變有兩個側面：一是佛教與道教日益坐大，儒教衰微；二是

儒釋道三教走向融合，儒教出入佛老在學理結構上調整；道教吸收佛教修養的方

法，講心性，練內丹；佛教則自覺地融入儒家的名家思想，宣揚五戒等於五常。224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北宋，理學道學的興起才出現了比較明朗的局勢。 

                                                 
221  歐陽修著，《本論》中，歐陽文忠公全集。 
222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出版同前。 
223 《原道》，韓昌黎文集卷第一，出版同前。 
224 《唐代後期儒學發展的新趨向》，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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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筆者認為，契嵩將佛教的「戒」與儒家的「孝」合一，除了護教

心切之外，契嵩「戒孝合一論」的出現，可能是三教在當代思想氛圍下，走向融

合趨勢的自然結果之一。 

 

三、面對佛教對中國王權思想的衝擊 

（一）君王至上的王權思想 

儒教的思想自西漢後便和中國社會的政權體制結合225，而且成為社會文化的

核心價值體系。因此，儒教的思想內涵早已是中國君主社會的立國之本。董仲舒

在《白虎通義》中提出的三綱，倘若從君主政體的角度看，已然確立君權在社會

體系結構中的無上地位。 

中國的皇帝自古稱為天子，這表示是受了天命來管理人民的，在儒教觀念裡，

他不但是一國之君，而且還是人民的君父。不僅如此，君主在統治管理上很需要

憑藉宗教信仰的力量來尊崇王權以及安定人心。在佛教傳統裡，教義體系與佛事

儀軌中給民眾帶來了因果輪回報應觀，這個觀念似乎明確達到後項需求，但是在

尊王這一項上，儒家知識份子，特別是中央官僚體系，顯然十分不滿意。為什麼

反對呢？先回到北宋之前的唐朝，看看古文運動前的情況。唐武德九年，太史傅

奕上書反對佛教云： 

 

生死壽夭，由於自然，邢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

狡詐，皆云由佛。226 

 

他所抱持的反對原因是，佛教將主宰生命的權力和能力完全歸於自己，這等

於是剽竊了君王做為人主的權威和力量，間接貶低了君主的地位，挑戰君主在社

                                                 
225 「漢代晚期，儒教已經具體成為正統。」許倬雲著，《中古早期的中國知識份子》，載於《中

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 
226 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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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威權象徵，這些在儒教知識份子的眼中實為大逆不道，有損君權之彰顯及

其威權象徵。 

在《廣弘明集》卷七中亦記載了傅奕當時視佛教為異端的相關看法，他說： 

 

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

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夭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

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

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

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227 

 

從上述文獻不難理解到，太史傅奕作為一個帶有傳統價值觀的中國知識份

子，其視野下的佛教無異是傷害社會體制與王權的異端。這個兩種文化之間價值

觀相互抵觸的問題，到了北宋，依然存在。 

 

（二）歐陽修的反佛立場 

北宋大儒歐陽修曾著《正統論》上書太宗皇帝，其中最關切的問題就是人主

之道。歐陽修在《正統論》中和韓愈站在保衛儒教核心價值觀的立場上，不止一

次的強調「堯舜之道」，以及堯舜禹湯一脈相傳的正統，而且抱持儒教傳統之天命

思想，說是「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值此同時，亦對於以儒教文化

價值觀為核心之正統，其地位不明確的現象而發出強列感嘆，《正統論》云： 

 

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奇放蕩之說，後

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而附異其說。228 

 

                                                 
227 《廣弘明集》卷七，大正藏第 52冊，NO.2103。 
228 歐陽修著，《歐陽文忠公全集》：居士集卷十五《正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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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到歐陽修所謂的正統，乃是儒教極力擁護之周禮

以降的美好文化傳統。它代表著一種價值判斷與社會道德規範，可是當種種多元

文化進入這個價值體系之後，這個價值判斷的標準就遭受到衝擊。在這段文字當

中，也同時可以看到非儒教的文化價值，已經開始在儒教文化體系的傳統社會中

紮根、成長以及茁壯。 

歐陽修在《本論》中曾言明，佛教傳入千餘年，為中國之患，有力者幾次想

將佛教排除都不能成功。那麼佛教為什麼可以在中國社會存在這麼久呢？歐陽修

提出他的觀察，認為： 

 

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

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

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229 

 

歐陽修將原因歸究於周禮傳承的喪失，由於禮樂制度的荒廢，佛教才能乘虛

而入。 

傅奕和歐陽修的論點，呈顯了以儒家治國為正統的君主社會體制遭受到佛教

衝撞之處，而他們的論點可以視為是儒家知識份子在兩個層面上的反對與擔憂，

一是佛教自我主宰成佛作祖的思想，有可能鬆動了君王在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和權

力；二是堯舜禮義的崩壞，文化傳統的變動，讓佛教有乘虛而入的機會，在不斷

注入新血的漢文化系統中，儒教的地位在哪裡？優勢是什麼？又該如何繼往開

來？在兩個層面的擔憂和反對中，以前項最為能夠說動君王反對佛教，因為在君

主社會體制中，當宗教信仰不但不能為君權服務，反而有鬆動其地位的嫌疑時，

對宗教傳統在社會中的生存而言極為不利。那麼契嵩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229 歐陽修著，《歐陽文忠公全集》：居士集卷十七《本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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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造佛道與王道合一的新思想 

佛日契嵩曾在《皇極論》中表明，王道興盛，則天下萬物盛，王道是維持萬

物正常運作的準則和依靠。這無疑是站在佛教的立場鞏固了君王作為人主的崇高

地位，亦表示在佛教的思想和傳統裡，君王和成佛修行是不相衝突的。為了強化

他的論點，在《皇極論》中他也和儒家士大夫一樣，推崇《尚書‧洪範》中的政

治思想說道： 

 

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

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於皇極也。230 

 

不僅如此，他同時在《皇極論》中將佛祖等同人君，推崇君王之道即是成佛

作祖之道，因為君王之道是「天地素有之理」，如果丟失了，則「天地變從之」231。

他強調釋尊非常在乎王道在世間的行使，而且「其汲汲之於為人也，其憂天下之

甚也何哉！」232 

這番話淡化了佛教求出世解脫的色彩，緩衝了佛教關心王道等世間俗務的矛

盾，故云釋尊在乎人間的生活和責任，憂患天下。在肯定佛法不離世間的基礎上，

他進一步說明這個觀念。華夏漢文化傳統中的王者之道是否會丟失的問題，其重

點在於「行」，實踐者本身是否具備這個積極的態度，才是決定王者之道能不能再

重現的主要原因。因此「若絕而不行則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之不學者

其為小人哉。」王者之道並不會在世間消失，除非人不行使它。 

這個立論解決兩個困境：一是回應了佛教傳入中土後，士大夫抨擊禮樂制度

的敗壞肇因於佛教思想的聲音；二是將王道納入佛道之中，站在法界的觀點上，

符合了佛教內部「無一法不是佛法」的立場和根本觀點，使得王道與佛道得以合

                                                 
230 《皇極論》，鐔津文集卷第四，出版同前。 
231 同上。 
2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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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不相互抵觸衝突。契嵩雖然在《皇極論》中推崇肯定王權行使以及王道的重

要，但是他也在《皇極論》當中進一步提到： 

 

皇極不為古而有，不為今而無，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

在其行之者也。233 

 

因此契嵩進一步地導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即王者之道是世間萬法之一，它的

存在應是一種普遍的真理。這無疑是試圖將王者之道從華夏漢文化傳統中抽出，

消除其在文化系統中的獨特地位與意涵，突顯出其普世性的特徵。此舉釐清了王

道與佛道之間的矛盾，巧妙地將王道包涵在佛道之中，使得兩者得以取得平衡，

可以看到的是契嵩試圖解決的是兩者在思想價值觀上的分岐，讓王道得以與佛道

在思想上合流就此完全融合。 

要了解契嵩釋儒一貫的詮釋立場，就不能忽略契嵩的《中庸解》。中庸解的概

要思想前面已經討論過，在此不再贅言。筆者僅僅討論他寫《中庸解》的基本態

度。 

                                                 
2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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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契嵩對儒學的詮釋立場 

佛日契嵩在《萬言書上仁宗皇帝》中曾明確表示，他認為儒經的詮釋有待佛

教發明。他特別以《中庸》為例，試論自己對中庸思想的觀點。契嵩以「彌法界

遍萬有」起頭，質疑後世儒者對孔孟思想的詮釋，云「其意豈非如此也？」，並以

《中庸》核心思想「至誠」而論曰： 

 

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

天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

乎？234 

 

接著又論道： 

 

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

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

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修跡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

跡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

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

住不增不減似乎？235 

 

                                                 
234 《鐔津文集》，出版、經號同前。 
2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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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至誠之境界，中庸並未推及究竟而且「其意尚謙」，佛教的法界觀則

「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借重佛教的法界觀，何以能將儒教之至誠推演

至究極處？ 

法界，原指意識所緣對象之所有事物，廣義而言則泛指有為無為一切諸法。

然而此處所要闡釋之法界的概念，筆者嘗試以華嚴思想中的法界觀來作為理解的

觀點236。 

依鄧克銘解釋，華嚴之法界意義可分為三類，一為無窮無盡之世界義；二為

無差別之法性義；三為種種不同領域之差別義。237就此三義呈顯，契嵩所謂的法

界「廣大靈明」，似乎為無窮無盡之世界義。另外，法界具有實相義，它認為中庸

所要談的層次已經是哲學中宇宙本體的問題，但是談得不夠透徹，不妨從佛教法

界觀中之真法界的角度來談，可以將本體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特質表現出來。 

在此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契嵩試圖以法界觀推演中庸思想之究極處，判

教意味不可謂不濃厚，其詮釋立場的選擇已然鮮明。其二，獨挑《中庸》作為詮

釋的文本，可見其表面上雖醉心儒學，但是內心裡卻十分盼望能借重佛教在哲學

上廣角的視野替儒學打開另一條發展的思路，或許這是惟一能會通儒佛思想的方

式，也意味著他認為佛教要中國化，要在中國的社會裡生存發展，其思想內涵就

要與中國的文化價值體系互通乃至融合。 

                                                 
236 契嵩在《輔教編》中卷之《廣原教》云：「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去其所謂依本起末門

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改之，今書

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佛日契嵩雖然是禪宗雲門派下之門人，但是

卻表明自己的會通儒學的佛學立場來自於華嚴和大智度論的思想。據《宋代理學與佛學之探討》一

書指出，唐朝後期諸宗思想已有融合的趨勢，以圭峰宗密而言，曾就教於禪宗門下但是最後歸於華

嚴澄觀座下，被封為華嚴宗五祖，著有《禪源諸詮集都》一百卷，主張教禪一致的思想，對唐末至

北宋初年佛教思想的發展有極深的影響。若以儒教的觀點觀察，則以李翱提出《復性書》時，為天

台、華嚴、禪宗最盛的情況可做為判斷的參考。 
237 鄧克銘著，《華嚴思想之心與法界》，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6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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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援佛入儒或援儒入佛的辯証詮釋思考 

一、文本中的對話與辯證 

前面筆者爬梳了契嵩文本中的主要觀點後，依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進路，現

在要進入視域融合的經驗之中，討論另一個在哲學上必須重新審慎思考的嚴肅課

題：在文本中，契嵩表面上是站在佛教的立場對儒教進行詮釋，若現在以高達美

觀哲學詮釋學觀點反向審視，不禁想要釐清，佛日契嵩究竟是單方面的援佛入儒，

還是援佛入儒的同時也援儒入佛了？在雙方思想交涉的氛圍下，是否達成了視域

融合？又契嵩創造了那些意義？這是否可稱為是對佛教思想的再詮釋？因此，在

本章筆者尚要檢視文本中視域融合及創造性意義的部分。 

站在高達美的立場而言，「愈是一場真正的談話，它就愈不是按談話者的任何

一方進行。」238這透露出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基本觀點，即對話的雙方彼此都有

主體性。高達美小心翼翼地避免落入主觀或客觀立場的偏頗，顯露出辯證思考的

動態性。因此，不是我們主導對話，而是我們「被談話引導，誰都不可能事先知

道在談話中會產生出什麼結果。」239這意味著對話雙方在過程中不受任何一方完

全支配，所以「談話達到相互了解，或不達到相互了解，這就像是一件不受我們

意願支配而降臨我們身上的事件。」240就如同像鏡子反映出影像一般，是能動的，

這揭露了對話本身也同樣具有主體性格。高達美說： 

 

談話具有其自己的精神，並且在談話中所運用的語言也在自身中具有其自己

的真理，這就是說語言能讓某些東西顯露出來，和湧現出來，並使它們繼續

存在。241 

 

                                                 
238《真理與方法》，出版同前。 
239 同上。 
240 同上。 
2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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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話的結果雖然可能出現在雙方的預期之內，但是也有不在預期內的

結果會同時顯現，特別是對話後所創造出的新意義。這意味著，對話的確揭櫫了

某些原則，甚至是有可能是真理的開顯。 

首先就契嵩文本而言，儒教是他宗教上對話的對象；自中唐以降古文運動興

起後至北宋，跟隨韓愈反佛排佛的儒家知識份子，是他在思想上對話的對象。 

基本上，儒釋二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要交談並不容易，就像是兩

個不相識的人相遇之後，發現彼此說著不同的語言而根本無法溝通。此時在互不

了解的狀況下，可能會發生衝突、誤解，惟有雙方都誠心地去學習對方的語言，

願意了解彼此的想法和觀念才有可能開始進行所謂的「交談」和「溝通」，在這當

中需要「傾聽」，傾聽意味著認同、接受，但是這當中有多大的程度的接受和認同，

恐怕只有當事人知道，第三者是不會真正了解的，也無法插進對話當中。 

此外，溝通需要情境，在同一的此在情境中說著雙方都懂的共通詞彙和語言。

因此，對話的過程中，通常都會從雙方最接近、最類似的部分開始溝通起，這一

點若從契嵩文本上進行觀察，那麼儒佛二教最能進行交談的部分是倫理觀的層

面，其次是對性命、性情命題的關注。這兩點都和儒教關注的終極目標有密切關

係，儒教關注的是人在現世的性格和行為，如何能夠成為君子，如何能學以成人，

並且在成人之中成己？換言之，做為一個人又應該如何與週邊其它的生命個體保

持怎麼樣的態度、關係與往來，然後成就完美至善的道德人格？ 

事實上，佛教也關注到這樣的問題，而且注重實踐，明確訂有戒律以作為生

活行為與價值判斷之準繩，不過在目的上卻和儒教大異其趣。佛教關注的終極目

標是，生命之流於此在的解脫和根本煩惱的出離，因此現世如何成人？如何能為

君子？這種種一切善行美德，在佛教而言都只是出世求解脫的福德資糧之一，從

因果業報的角度來說，只是人天福報。 

若就儒、佛二教雙方之主體性格的對話來思考，以宗教的終極目標而言，儒

教是學以成人，也就是成己；佛教的終極目標則是成就一個清淨沒有煩惱的生命，

圓滿世間一切而成佛。因此，雙方在現世教化人心的目的上也許相近，可是在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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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目標上完全不同，不過契嵩卻能以佛教世間性格的部份與儒教的價值體系會

通，進而在學理架構上論述二教異同242，並且從中以新的觀念去結合二教，就義

理結構而言，孰為用心良苦。這樣的結果，在高達美意義下是對話當中的對話性

主體性格所造成的。 

假如對話中的動態辯證性為真，那麼在契嵩釋儒一貫的義理架構下，在援佛入

儒的同時必然也援儒入佛，也就是將佛教傳統中的某些觀念帶入了另一種的新的

詮釋與定位。 

 

二、視域融合下的再創造與詮釋性 

若就前述所言，要達到高達美所謂之視域融合，必先在交談或對話當中有所

傾聽，傾聽意味某種程度的認同，這個認同就是契嵩所歸納出的核心概念「善」。 

從這個被認同的價值觀出發，他在《原教》裡明白揭示著：「聖人為教不同，

而同於為善也。」跟隨這個觀點，他主張「孝出於善」243，因為「人皆有善心」244。

再者，他把握持戒的核心精神─防非止惡，闡述行持五戒得以養德報恩，能不辱

其親，以佛教六道輪迴的觀念闡述「眾生皆我過去父母親眷」的思想，他以為「不

殺生」，除了是一種護生的觀念與行為外，在文化的脈絡上亦具有慎終追遠之意義。 

其二，在佛教的出世性與儒教的入世性之間，他以「聖人」的概念將佛教的

佛與儒教的君子相互連結，而謂「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245 

若就傳統佛教的觀點，儒教的聖人其成就在六道當中屬於人天，尚不達解脫

煩惱超凡入聖的果位，仍舊在六道當中輪迴，與佛教之四聖毫無關聯。佛教之四

聖為聲聞、緣覺、菩薩、佛。成聖共同目標都是進入滅除煩惱的涅槃，標準就是

完全滅除煩惱不受後有，而不僅僅只是在俗世間完成道德人格。 

                                                 
242《原教》，見《鐔津文集》卷第一，出版同前。 
243《孝論‧孝出章》，收於《鐔津文集》卷第三，出版同前。 
244 同上。 
245 《原教》，同註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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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在文本當中發現到佛日契嵩在倫理觀上以善為基礎將戒孝合一，

在社會制度與政治體制中將佛道與王道合一；在性情的問題上，他鋪陳二者相異

之處，回應了來自古文運動以來的主要排佛意見，主張性無善惡而情有善惡，他

雖肯定中庸思想所言之「至誠」，但是主張佛教才能將其意義演繹到極至，並將儒

教之中庸思想定位在人道上。他更依所用之統合基礎「善」為核心概念，據此立

論將佛教之五戒十善提供出來，成為一套修養德性的方法功夫，其理想社會目標

是「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246 

就上述所言，他無疑是架構了一套新的會通理論，重新詮釋了儒教和佛教雙

方概念和辭彙，換言之，他所提供的溝通平台，其實已經開展了儒佛二教其舊觀

念再詮釋的新向度。 

倘若對照高達美哲學詮釋學觀點所申之主張，認為對話過程如同鏡映一般地

具有辯證性，對話雙方在過程中仍保有彼此的主體性，亦沒有那一方可以絕對地

主控發言引導結果。在此觀點思考下，就契嵩文本觀察，其最鮮明的論點就是「戒

孝合一論」。 

他將戒與孝兩個不同的概念以善重新界定中心思想。這個論點有隱含於理解

者背後的文化價值和宗教信仰，也有理解者當時的社會共同價值體系，更有詮釋

上的選擇。 

高達美說：「所謂理解，就是在語言上取得相互一致，而不是設身處地的領會

他人的經驗。」而「理解的本身就是解釋」。佛日契嵩所提供的會通架構，不但是

重新詮釋孝的定義，對於佛教的持戒觀而言，的確增添了另一種新的詮釋視野。 

他巧妙地將兩個不同的概念，重新以一個新的概念來連結，關於這個部分，

應屬契嵩自己的理解，這便是視域融合的產生。而在他的解釋中，亦包含他的前

理解和觀點的選擇，這同時會反映出他自身生命存有的立場和社會處境，而重新

解釋後所建立的共同語彙及意涵，投射出他內心主觀的期望，這正是高達美所謂

的視域交織下對話的理解，以及再一次地因視域融合而產生再創造。這便是佛日

                                                 
246 《原教》，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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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從前述之視域融合進而架構出一個嚴謹的釋儒一貫思想體系。從社會之基礎

倫理觀，到社會政治體制，最後論性情、心性的問題，並就此提供儒教和社會五

以五戒十善作為具體修行工具，一套修養身心的功夫，而不僅是佛教的修持方法。

此舉，無疑是擴大了佛教的詮釋視野，也同時提供儒教一個重新思考佛教與了解

佛教的良好框架。 

再者，就其使用「聖人」的觀點來談，佛日契嵩希望以此消弭或調合佛教之

出世性與儒教入世性之間的衝突。既然有調合或消弭，就意味著佛教有些部分會

被淡化，或是被消除的、拋棄的。比如說，佛教出世修道，以及厭離世間情欲的

部分被極力沖淡，在出家僧人的部分，契嵩的談論多半停留在出家修行可以以德

報親的思想上，對於厭離心的發起，欲為苦本的觀念，幾乎是輕描淡寫。 

針對儒教的入世性格，契嵩明確的在《中庸解》中將之定位在人道上，就佛

教六道輪迴的觀點而言，這並不足以構成終極目標，在佛教的哲學體系架構裡，

出離六道而成佛，方是究竟之道。因此，在層次上二者明顯不同，甚至可以說是

不同方向，可是契嵩卻巧妙地以「聖人」的概念將其連結，使其在終極目標上看

起來雖然略有不同，但是地位與哲學層次卻彷彿是相同而沒有差異。 

 

三、佛日契嵩在著作中呈現的應用與轉化 

Richard E. Palmer說：「理解一個東西，就是看它如何被應用於當下的情形。」

247他引述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中的陳述說：「在我們反思的過程中，已然看到

我們的“理解”總是帶有某種文本被詮釋者理解並應用於當下的情況。」248 

                                                 
247筆者自譯，引自 Richard E. Palmer 在 2004年 6月 2-4日於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國

經典注釋」研討會中發表之講稿：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 of 
Hans-Georg Gadamer. 

248 筆者自譯，引自 Richard E. Palmer 在 2004年 6月 2-4日於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
國經典注釋」研討會中發表之講稿：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 
of Hans-Georg Gadamer，原文如下： 
“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is to see how it would apply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Gadamer states, “ In the 
course of our reflections we have come to see that our understanding always involves something like 
applying the text to be understood to interpreter’s pres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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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筆者對佛日契嵩著作觀點的陳述中，也已然看到釋儒一貫之主張不僅

呈顯出他對儒教和佛教的理解和應用，更張顯了他個人在時代思潮與社會制度之

下的處境。高達美從欣賞藝術作品的經驗中發現，對於某物的經驗會被轉化為一

個構成物，它會持續存有著並對未來的後代繼續言說。249經典存在的意義價值就

在於此，它可能構成了一種文化價值並且對當代或後世之社會體制與人類思想產

生影響。因此高達美指出轉化的另一層深義，就是人生在經過閱讀一部經典之後，

將會有所轉化。也就是說，閱讀過一部經典文本之後，文本將對吾人產生價值影

響，進而吾人之人生態度或對某事的看法也將和以往不同，換言之將產生一個與

從前不同的我。 

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作為存有論闡釋入門的遊戲一節中陳述道： 

 

轉化是指某物一下子和整個地成了其他的東西，而這其他的作為被轉化成的

東西則成了該物真正的存在，相對於這種真正的存在，該物原先的存在就不

再是存在的了。如果我們發現某人似乎轉化了，那麼我們以此所指的正是，

他好像成了另一個人。這裡不可能存在一物過渡到另一物的漸變過程，因為

彼一物的存在正是此一物的消滅。所以向創造物的轉化就是指，早先存在東

西不再存在。但這也是指，現在存在的東西，在藝術遊戲裡表現的東西，乃

是永遠真實的東西。250 

 

佛日契嵩也是如此，從他二教會通的見解中可以發現，這已然有轉化的痕跡

存在，通過這層觀者在閱讀中的轉化，這見解已具有自己的主體性，不從屬於經

                                                 
249 引自 Richard E. Palmer 在 2004年 6月 2-4日於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國經典注釋」

研討會中發表之講稿：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 of 
Hans-Georg Gadamer，原文如下： 

“Transformation into structure is Dadamer’s way of describing the work of art. An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has beenf` translated into a structure that endures and speaks to future generations.” 
250 《真理與方法》頁 162，出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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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傳統的那個部份，正是代表他個人的存有與當下的真實，換言之，個人視域以

及自我理解都遭受到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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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文本中的自我理解與同時性的展現 

閱讀，是著書立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高達美認為，當視域相互作用時，

古代文本和讀者之間的時間距離在閱讀的行為中消失了。而文本有一個自發的呈

現，將你捲入它的活動之中，也就是它的意義循環裡。251這就是高達美在《真理

與方法》討論審美經驗的時間性中所提到的一重要概念，同時性（simultaneity）252。 

閱讀之後，產生了理解。為此，高達美一反傳統的斷言：理解一個東西，就

是看它如何被運用到當下的情形。這意味著某種呈現於當下的東西，理解便是把

握著這種應用（application）253。 

同時性（simultaneity）一詞，按照德文原來的意思是：如同原本存有的狀態

一樣，生動地呈顯於今天。254這個詞在高達美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中出現於

「審美存在的時間性」裡，他說： 

 

我們要探究在時間和環境境遇的變遷過程中，作品呈現自身之不同的這種同

一性究竟是什麼，它顯然不是碎裂成多面，以致喪失同一性。作品自身存在

                                                 
251 筆者自譯，引自 Richard E. Palmer 在 2004年 6月 2-4日於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

國經典注釋」研討會中發表之講稿：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 
of Hans-Georg Gadamer，原文如下： 

“He finds that while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of horizons, the reader finds that the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the an ancient text and the interpreter disappears in the act of reading and the text has an 
autonomous presence that draws you into its play.”  

252 [德]Gleichzeitigkeit，它基本的意思是：和它當初的條件一樣生動地呈現於今天。Richard E. 
Palmer 教授在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國經典注釋」研討會中表示，他曾就這個德文詞的意
思就教於高達美教授（Hans-Georg Gadamer），高達美教授表示英文的 “simultaneity” 更接近他所
想表達的意思。而 Richard E. Palmer 教授對此英文譯詞仍有所顧慮，他認為若考察高達美在《真
理與方法》的 “審美存在的時間性”中對 “同時性” 一語的表達，其實在英文裡沒有一個適當的對
應詞可以表達這個德文詞與高達美所想要藉著這個語詞想要呈現的意義。參見Richard E. Palmer 在
2004年 6月 2-4日於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國經典注釋」研討會中發表之講稿：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 of Hans-Georg Gadamer。 

253 出處同上。 
254 自譯，引自 Richard E. Palmer 在 2004年 6月 2-4日於佛光大學舉辦之「詮釋學與中國經

典注釋」研討會中發表之講稿：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 of 
Hans-Georg Gadamer，原文如下： 

“The condition of being as vividly present today as it was its i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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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所有不同面向的呈顯之中，它們都屬於作品自身，並且與之同時共存。

（gleichzeitig）因此，就有了這樣的任務，根據時間來解釋藝術作品。255 

 

也就是說，每一件藝術作品或文本，處於不同的時代下會有不同的解讀和詮

釋，每一種解釋都應被視為是作品自身的呈顯，可是作品自身如何在這些不同的

時代境遇下，不同的眼光識見和詮釋意義下保持自身的同一性？這就是高達美在

《真理與方法》中藉者藝術作品而提出詮釋本身在存有上的問題。作品本身具有

自發性，吾人則參與了它的自發性，步入它的意義循環之中，我捫遵從作品，而

不是凌駕作品。同樣地，當吾人經驗了一個經典文本時也將會發生相同的情況，

它說，你聽。 

準此而言，佛日契嵩對儒家經典的意見，可被視為是作品自身對讀者的揭示。

他自小接受教育並閱讀儒家經典時，儒家經典的意義對他發生了價值影響，唐代

以降儒佛會通的思潮以及佛教內部的經典也同時對他也具有影響的力量，他在這

當中達成了自我理解。但是，這自我理解卻是一個新的轉化構成物，並不是一個

純粹單方面的佛教的價值和思想或是儒教的價值以及思想。當然，這新的轉化構

成物並不影響二教經典其自身的自發性和神聖性，因為它不是作品自身。 

 

                                                 
255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We ask what is that presents of itself so differently in the changing course 

of ages and circumstances. It does not disintegrate into the changing aspects of itself so that it would lose 
all identity, but it is there in all of them. They all belong to it. They are also contemporaneous 
(gleichzeitig) with it. Thus, we have the task of interpreting the work of art in terms of time (Zeit). 
(TM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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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契嵩文本中之佛教思想中國化的指標性意向 

就契嵩個人成就而言，其著作《鐔津文集》和釋儒一貫的論點之主要目的是

宣教、護教，其次才是在思想上進行會通。 

會通的最主要目的是向大眾說明佛教的義理以及說服儒家知識份子，但是在

對話的模式情境下，卻意外地建立了雙方共同的語彙和共同交流的存有情境。 

契嵩的文本特點在於，他提供了一個綿密的理論架構，以及一個明確的實踐

方法作為儒佛會通的模式，這與以往努力會通儒佛者的架構不同。一般的會通，

多半明顯地帶有立場的先見，在溝通強度上而言，是比較弱的。然而契嵩的會通

理論，雖然也站在以佛學為本體的立場，但是其強烈的去異求同之傾向，除了二

教在根本的體質上存在著完全相異的因素之外，另一個原因應是他認為必須要重

新將二教相同的因素找出，重新揉合。其會通的強度，若就勞思光教授定義而言

256，便是屬於第二種強度了，也就是取其重合之處。可是，契嵩不僅僅只是取其

價值意義重合之處，在匯整論述之後，已然出現了一個體系的雛型。這就接近了

第三種，將不同的二者收進到另一個新的體系裡。可惜的是，契嵩未再把理論深

化，也就使得他的會通一貫理論沒能完全達到這個強度。契嵩在文本中，其會通

理論中所表達之儒學和佛學的見解，若就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眼光來看，這是對

雙方的一種再詮釋，以及意義上的再建構。 

承前所述，在爬梳與理解佛日契嵩的文本過程中，由於二教有著根本性的差

異，因此釋儒二教之間原來的主體內涵和結構無法真正的會通或融合，而其理論

見解的產生，是契嵩自己在視域交織下的處境重新再解釋了兩教之間的隔閡和落

差，並且製造了意義溝通的平台，甚至試圖在理論架構上定位二教之間的思想，

進而創造出共同的語言。 

                                                 
256 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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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達美的觀點而言，這便是對話模式鏡映性格下的影響，而這個影響本然

地反應了佛日契嵩在北宋當時的歷史境遇。其一以貫之的雄心，展現出佛教僧人

護法弘法的願心，在這個願心下造就出嚴謹的會通思想架構，為佛教中國化提供

了明確的論述通道和新視野，相對地也提供給儒學者重新詮釋的養份，和了解佛

學的另一個視野。其論述所帶來的貢獻不可謂不重要；而在宗教學的意義下，佛

日契嵩儒佛思想會通的論述著作，應被視為是佛教中國化成熟的重要指標之一。 

首先，從契嵩的會通理論中，筆者認為應該反省所謂的儒佛會通，或是所謂

的二教一貫，其明確的定義為何？什麼才是會通？何謂一貫？是從全異到同一？

還是彼此都認識到異中有同？又或者是去異求同？或者應該思考的是，所謂的會

通，或者建構出的一貫理論，是否可以被視為是新視域理解下的轉化構成物？這

是思想史上的一個大命題，至今仍無定論。但是若就契嵩所建構的二教一貫理論

來說，筆者大膽言之，應將佛日契嵩之立論視為是新佛家，而不僅僅是佛教的再

詮釋者。因為，若從高達美觀點去思考反省其所嘗試架構的理論體系，他的理論

是一種新的轉化構成物，雖然不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新的見解，但是其理論建構所

使用的核心概念，的確是一種創見，因此筆者認為其理論應被視為是一種新的佛

教思考，是新佛家的見解和詮釋。 

其次，在西方哲學傳統的意義下，契嵩的二教一貫理論，應被定位在倫理學

的範疇裡。因為，理論中的主要焦點，仍在於「善」、「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

應該如何為人」的問題。但是，若就宗教傳統的立場來觀察，它卻是一個帶有宗

教傳統本土化性質的問題。因為他的論述表達了佛教應該怎麼融入中國社會和國

家體系底下的主體價值觀，以及如何成為社會的支撐系統。換言之，任何外來的

文化傳統，包括宗教在內，都必須要與當地社會的主體價值體系遭逢，對話是一

種不可避免的過程。因此，就必然對話的雙方而言，其實都兼具有文本的性質與

理解者的角色的雙重身份，儒釋二教之間的思想交涉也是如此，這一點，在契嵩

文本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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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契嵩儒佛會通理論中所主張的「王道與佛道合一」論若與廬山慧遠

的「沙門不敬王者論」相比，可以發現佛教在中國發展的處境，從魏晉南北朝到

北宋，顯然已是大不相同。無庸置疑的是，經過長達幾百年的磨合，佛教的本土

化現象不僅是漸現端倪而且是逐步趨向成熟之境地。 

此外，由於在對話的模式中誰也不能主導誰，因此所產生的結果，往往具有

創造性意義。這個結果，可能會在理解者的預期內，也有可能不在理解者的預期

內。在契嵩的二教一貫理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儒佛會通，以及釋儒一貫的理論，是一條增進彼此了解的道路，理論建構的

核心概念應該是理解者在理解過程中受到的啟示，是真理自身向理解者的開顯，

彰顯理解者自身的歷史存有處境。 

透過高達美觀點對契嵩文本的呈顯進行理解後，筆者肯定在理解進行中及對

話時所有的溝通與交談，以及視域交融之後的再詮釋。雖然契嵩文本並不是從全

異到同一，不過佛日契嵩所提供的視野和向度，是儒釋雙方繼續對話和溝通以達

成共識的重要資糧，也是佛教在中國本土化後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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